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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初董含（ 1625-?）的筆記《三岡識略》，成書以來曾被清人戴璐

（1739-1806）譽為「國初野乘之最」，及至二十世紀，蕭一山、謝國楨、

吳 等前輩學者亦曾對此書投以不同程度的關注，顯示明清史家對《三岡

識略》並不陌生。但是晚近的研究大多因其充斥種種荒誕不經的記述，而

視為「志怪筆記」。本文以臺北的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為底本，析論何以刻

本未見流傳，反以抄本通行，並討論過去學者將《三岡識略》部分內容視

為充滿「思念明朝」、「明遺老氣息」、「為明朝立言」等觀點是否妥切。首

先，筆者認為不應將此書歸於「志怪筆記」之流，儘管其中確有諸多神祕

難解的故事，甚或部分流於附會佛道之說，但對於明清轉接時期研究而

言，仍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其次，《三岡識略》部分的條目，運用了寓

思明於志怪的書寫策略，使其從未遭到清朝官方禁制，成為少數得以流傳

的思明著作。但是，清代禁書、文字獄帶來的「自我壓抑」，亦使此書必須

利用各種手段「保命求活」，而這正是清代禁書研究值得探討的新面向。  

 
關鍵詞：《三岡識略》、董含、明清轉接時期、思明、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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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明清轉接時期（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是中國歷史上

一次劇烈變動的時代，不僅牽涉到政權的轉移，士大夫面臨「生

與死」的抉擇，更影響到學術風尚的轉向，清初禮學之盛與經世

思想亦起於此時。經歷明清鼎革的士人，或感世變之亟，或寄故

國之思，將閱目所及書於史乘和筆記小說中，各自從不同的角度

詮釋親身經歷的甲申之變。明清轉接時期文獻之豐富與珍貴，堪

稱學界的寶藏。事實上，晚明以來的史料早為前輩學者重視，尤

其私修史書、日錄筆記之多，令謝國楨（1901-1982）發出「有明

一代，史學最盛」 1的讚嘆。以著作數量論，《晚明史籍考》含括

晚明以來的史書以及私家筆記，即逾千頁的篇幅。就學術價值而

言，如吳偉業（1609-1671）的《綏寇紀略》、葉夢珠（1623-?）的

《閱世編》皆是得以補正史不足的珍貴文本。因此，關於明亡清

興一百五十年的種種問題， 2學者在明清文人文集以及實錄之外開

闢視野，如社會風尚、禮教思想以及遺民出處等議題皆得以提出

新解。  

不過，晚明以降的史料筆記雖然在品質與數量上為人稱道，

但伴隨著士人喜轉抄他書內容引為己用的風氣，以及入清後為免

身罹文字之獄，曲意修改，甚或與原書面目全非的種種現象，這

些史料本身也存在諸多問題。 3職是之故，如何審慎地利用這些文

                                                       

1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2。  
2 本文以「明清轉接時期」為討論的斷限，係指西元 1590-1730年，此論出自 1974年南

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一次學術會議。與會學者認為不應將

焦點僅限於1644年前後，而應將討論的時限延長，以凸顯此時期的歷史意義。見 Jonathan 

D. Spence, John E. Wills, Jr.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中文

學界對此說亦有所闡發，見王成勉，〈明末士人之抉擇—論近年明清轉接時期之研

究〉，《食貨月刊》，15：9-10（臺北，1986.4），頁 65-75。後收入氏著，《氣節與變

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2012），頁1-14。  
3 謝國楨言此最詳，他認為晚明以降史籍的問題可歸納為：「有二書而誤收為一人

者」、「有一人而同時作二書者」、「有一書而數名者」、「有名同而實異者」、「有二

書誤為一書者」、「有一書而誤為二書者」、「有偽托古人之書者」等問題，見氏

著，《晚明史籍考》，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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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進行研究，區分其性質與立場，應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尤其是

部分或可歸類為「小說」的文本，因其「志怪」、「志異」的內

容，較不為當代學者重視，一部值得深入探討的古籍是董含

（1625-?）4的《三岡識略》。董含生於明天啟年間，世居松江華亭

（今上海），其先世如董其昌（1555-1536）、董邃皆以進士入仕，

乃明末華亭望族。董含於順治十八年（1661）進士及第，任職於

吏部，同年因江南奏銷案牽連，免職歸鄉，自此不再出仕，惟一

意著述，《三岡識略》即是他鄉居華亭時所作。  

《三岡識略》的記載起自甲申（1644），終於癸酉（1692），

每五年一卷，又有《續識略》一卷，止於丁丑（1697），歷時五十

四年不輟，在筆記中極為珍貴。董含生於明末，作為親身經歷鼎

革的當事者，又曾出入官場，其以筆記條目的方式編寫而成的

《三岡識略》，自然是探討明清轉接時期，尤其是甲申以降史事的

重要線索。二十世紀初葉，前輩學者如謝國楨、來新夏（1923-

2014）對於此書皆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謝國楨《晚明史籍考》稱

其「瑣記明末清初時事，……其所記各事，必有所據」， 5認為與

《柳南隨筆》、《研堂見聞雜記》、《消夏閒記摘鈔》等著作「同為

研究明末清初社會風俗的重要書籍」。 6謝氏比對《明清史料》丁

編第八本關於「朱光輔謀反案」的記載，與《三岡識略》卷五所

載相符，指出董含確有所據。 7另一方面，來新夏的《清人筆記隨

錄》檢閱清初各家筆記，發現此書實為「清初筆記中的知名之

作」，並同樣強調關於明清之際的記載足供學人採擇。更重要的

                                                       

4
 關於董含的生卒年，陳雪軍定為 1625-1698年，來新夏則主張 1626-?年。筆者認為

不論生於 1625 或 1626 年，皆不改其生於明天啟年間的事實，無足深究。但是，關

於其卒年，陳氏由《三岡識略》一書的時間斷限推論其亡於 1698 年，實際尚缺乏

史料證明，故以不詳標示。見陳雪軍，〈董含和他的《三岡識略》〉，《明清小說研

究》，2000：2（南京，2000 .6），頁 207。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北京：中華

書局，2008），頁44。  

5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頁978。  

6
 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頁59。  

7
 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頁 60-61。此外，如孟森據《三岡識略》析論江南奏銷

案，見孟森，〈奏銷案〉，《心史叢刊》，一集（九龍：中國古籍珍本供應社，1963），頁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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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來新夏校勘《三岡識略》與另一本署名董含所作《蓴鄉贅

筆》各條目內容，認為《蓴鄉贅筆》係董含晚年為避時忌刪定而

成的簡略本。8
 

綜觀謝國楨、來新夏對《三岡識略》的討論，大抵上皆推崇

其補充鼎革之際史事的珍貴性，將其視為重要的「筆記史料」，提

倡進行廣泛的校勘工作，以釐清其中諸多「志異」故事的真實

性。他們比對《三岡識略》、《蓴鄉贅筆》兩書的關係，即是按此

思路進行。觀諸明清史家如蕭一山（ 1902-1978）、吳晗（ 1909-

1969）論及明清之際史事時，頻頻引用《三岡識略》中的記載，

可知此書確有可採之處。但是，《三岡識略》既然是重要的參據，

中華書局出版的《歷代史料筆記叢刊》與新興書局共四十五冊的

《筆記小說大觀》卻未收錄《三岡識略》，似乎較不重視。 9事實

上，不僅以《三岡識略》或董含為中心的研究極為貧乏，且大都

將此書歸於「志怪」之流，視為「文學」一系。例如陳雪軍〈董

含和他的《三岡識略》〉即表示：「本文主要想探討的也是這兩類

小說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 10顯與過去明清史家重視「筆記史

料」的角度迥然有別。  

究其實，《三岡識略》仍有許多問題有待深入的析論，如此書

雖曾於康熙（1662-1722）年間刊刻， 11但其後皆以手抄本的形式

流傳。謝國楨將原因歸諸此書「眷懷故國」、 12「尚有明朝遺老的

氣息」， 13但來新夏卻認為「未可以遺老論」。 14關於董含的心態，

王成勉強調從「階段性」的角度檢視明清人物，而非盲目的以遺

                                                       

8
 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頁44-49。  

9
 遼寧教育出版社曾出版點校本，但只提供基本的斷句，缺乏詳細的註解，且流傳

不廣，因此不被學界重視。見清．董含著、致之校，《三岡識略》（瀋陽：遼寧教

育出版社，2000）。  

10
 陳雪軍，〈董含和他的《三岡識略》〉，頁209。  

11
 謝國楨即藏有「光復堂刻」的康熙刻本，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見氏

著，《晚明史籍考》，頁978。  

12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頁978。  

13
 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頁60。  

14
 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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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貳臣區別，是相當正面且可行的研究取徑。15此外，王汎森近

來關於清代禁書的研究指出，許多涉及敏感內容的文書，透過手

抄本的形式廣為流傳，藉由梳理《三岡識略》版本的問題，不僅

得以驗證它是否「敏感」，更能檢視明末清初抄本、刻本之間的關

係。更重要的是，王氏以「自我壓抑」詮釋清代禁書的現象，雖

以乾隆朝為討論重點，但藉此往前觀察士人對於書寫前朝史事的

心態，仍為不可或缺的視野，值得深入探論。16由此衡量明末清初

的史部著述，陳永明強調經歷過明清鼎革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在

清初潛心著述史書，主流論述有一段從「為故國存信史」到「為

萬世植綱常」的歷程。17《三岡識略》的史料性質，究竟是如謝國

楨所稱帶有「明遺老氣息」的編年史乘，抑或僅是一部充斥神異

色彩的「志怪小說」。倘若此書確為飽含故國情思的曲筆之作，考

量作者董含曾供職清廷，應是出自「為故國存信史」的情懷？或

「為萬世植綱常」的目的？則更值得深入探究。  

《三岡識略》這部按年編寫的野史跨越五十餘年，本文旨在

釐清其歷史書寫（historiographical writing）的意義，檢視其中種

種被學人視為詭譎的鼎革故事，省思這是否得以視為「思念明

朝」的言論。筆者將以臺北的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三岡識略》

為中心，利用館藏抄本所附一封珍貴的「揭發信」18（見附件三）

                                                       

15 王氏稱：「近年來對於明清時期的人物，不論是遺民或貳臣，比以前更加細膩。換

句話說也是更能夠把一個人物加以階段性的研究，例如吳偉業他在入清之後曾經

堅持做了八年的遺民，雖然他後來降清，但是在順治十年之前吳梅村還是過著遺

民的生活。這種能夠分階段來探討當時士人的生活與志向，而不會盲目的冠上遺

民或貳臣的帽子，是一個相當正面的研究態度及方法。」見王成勉，〈再論明末士

人的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一）》

（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2007），頁238。  
16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3），〈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頁393-500。  
17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從「為故國存信史」到「為萬世植綱常」：清初的南明史書寫〉，頁105-148。  
18 據筆者知見所及，最早提及並研究這份抄件的是美國的明清文學史專家白亞仁

（Allan  Bar r）教授，他於 2012年 5月 10日在中研院文哲所的演講中，介紹《三岡

識略》的版本，並利用這封檢舉信解釋若干問題，演講紀要見連結： http:// 

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212（最後瀏覽日期：2015/03 /10）。筆者

係由此演講紀要得知檢舉信的訊息，特此申明。此外，筆者於本文通過審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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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論述。深入這封檢舉董含及其書的揭發信，吾人得以探討清

初知識階層如何看待關於「故國」的種種言說，甚或他們如何書

寫、詮釋「思念明朝」的記述。以下將先分疏《三岡識略》中諸

多志異記述的意義，與當時牽涉「敏感內容」或「遺老氣息」的

文本一同審視。進而申論清初檢舉信如何指摘《三岡識略》對明

朝的不當書寫。最後，將討論《三岡識略》刻本、抄本之間的關

係。筆者期許藉由析論《三岡識略》關於鼎革以降的諸多言說，

不僅得以廓清其歷史書寫的意義，更能反思筆記史料、志怪小說

與明清轉接時期思想文化之間的關係。  

二、從《蓴鄉贅筆》閱讀《三岡識略》 

關於《三岡識略》與《蓴鄉贅筆》之間的關係，不少學者將

二者理解為「同書異名」， 19事實上，倘若比對兩書共有的條目，

則內容確實大抵一致，故有「同書」之說，不難曉解。簡言之，

《蓴鄉贅筆》實為刪削《三岡識略》二百九十八條後的成品，一

種節略的版本。（詳附件二）至於隱蔽哪些內容，來新夏曾整理出

七類，分別是：  

1.《識略》所載盧元昌序、沈白題詞及自敘、自述等，《贅

筆》均刪去。  

2.凡有關撰者家世、宗族、師友和個人所寫詩文與行事諸

則，《贅筆》均刪去。  

3.凡紀事之後附有撰者詩文和見解者，《贅筆》存其紀事而

刪去詩文及見解。  

                                                                                                                                            

方得見白氏〈董含《三岡識略》的成書、肇禍及其改編〉，收入《清史論叢》（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 213-239。在不影響本文原有的架構下，謹

此回顧其研究。白氏仔細地分析了整封檢舉信，他判斷《三岡識略》沒有書寫清

朝年號，是因為書中內容與政治環境沒有太大關係。再者，他認為《三岡識略》

在清代曾遭銷燬，引發了文字獄，儘管白氏亦坦承他沒有直接證據。上述白氏關

於年號、禁燬的論斷，正是本文以下將深入析論的課題。  

19
 陳雪軍即主此說，見氏著，〈董含和他的《三岡識略》〉，頁20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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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凡為明朝立言諸則，《贅筆》多刪去。  

5.凡譏刺清朝諸則，《贅筆》多刪去。  

6.凡記天變物異者，《贅筆》多刪去。  

7.《識略》各卷的干支起訖年月，《贅筆》多刪去。20
 

來氏推論《蓴鄉贅筆》係董含懾於文字之禍，自行刪修而成的

「安全版本」。因此，來新夏認為兩書的寓意不盡相同，「不應視

為同書異名」。 21但是，儘管來氏已提出七項刪改的原則，卻仍有

諸多問題懸而未決，例如為何盧元昌等人的文字必須隱蔽，何以

董含個人、家族的訊息，甚至其私人見解皆不見於《蓴鄉贅筆》。

更重要的是，倘若清代存有一本「為明朝立言」並「譏刺清朝」

的筆記，則乾隆年間採集遺書，編修《四庫全書》時，竟未能將

此書列入「禁燬」或「抽燬」一目。22其中判定的標準為何，似欠

缺更深入的探討。本文以下將比對《三岡識略》與《蓴鄉贅筆》

之間的異同，尋覓那些《三岡識略》「多餘」的條目，以這些條目

為主體，探討刪定的標準及其意義。  

天變物異 

首先，「志怪」一類的記述遍見各卷中，這一方面是《三岡識

略》最為人所知的特色，另一方面亦是《蓴鄉贅筆》得以收入

《說鈴》的原因。例如董含特別記下鄰人李氏之子有「二首」的

故事，他為了取信讀者，更稱「予目擊之」。 23而觀諸被刪去的條

目，「志怪」堪稱一大宗，又作者聲稱庚戌年（1670）五月洞庭出

                                                       

20
 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頁48。  

21
 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頁48。  

22
 經筆者檢閱《禁書總目》、《違礙書目》、《全燬抽燬書目》，《三岡識略》始終未被

列入目前傳世的禁書目錄中。見《全燬抽燬書目及其他三種》（臺北：新文豐出版

公司，1984）。  

23
 清．董含，《三岡識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卷 6，〈二首〉。必須指出

的是，《三岡識略》不同版本不僅在文字上有所出入，篇目的安排亦不一致，本文

以下所據為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經筆者校勘，臺北國圖本與目前得見最早版本

康熙刻本一致，故援引國圖本。關於版本差異的意義，詳本文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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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海市蜃樓，「樓閣旌旗，人物牛馬，無一不備」， 24甚至丙辰年

（1676）「有龍見於東南」，董含親見後還作詩紀念。25再者，伴隨

著「志怪」而來的是大量關於「災異」的記載，即來新夏所指的

「天變物異」。最常見者莫過於「日食」 26、「雨雹」 27、「日中黑

子」28、「眾星隕」29、「颶風」30、「火災」、「大雪」31或「地震」。32

由此可見，《三岡識略》確實存有不少志怪、災異的內容，姑不論

其記載的真假，此類內容不免使讀者認為是書為文人的閒暇之

作。  

藉志怪月旦人物 

但是，倘若細究種種神異的故事，則在前述的「志怪」與

「災異」之外，仍存有另一類「志怪」，即藉志怪臧否人物的故

事。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孝婦卻鬼〉：  

無錫縣民顧成，娶錢氏女為媳。女暫歸寧，時疫癘盛，轉

輾纏染，成一家咸伏枕。女聞欲歸，父母力阻之。女曰：

「夫之娶妻，原為翁姑，今疾篤，何忍不往？即死無恨

也。」隻身就道。成昏憒中，見鬼物相語曰：「孝婦至矣，

我輩當速避，不然且獲譴。」於是一家數口俱得無恙。33
 

故事的主角是錢氏之女，她歸寧返家之際，疫病流行於夫家，致

使「一家咸伏枕」。錢氏擔憂翁姑之安危，於是不顧父母的勸阻，

隻身步上歸途。有趣的是，那些引發時疫的鬼物們聽聞孝婦將

至，遂走避他方，結果顧成一家俱活。姑不論董含欲藉〈孝婦卻

鬼〉闡發何種意義，顯而易見的是，此與前述「天變物異」的記

                                                       

24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6，〈洞庭蜃氣〉。  

25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7，〈乘龍〉。  

26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2，〈日食〉；卷 8，〈日食〉。  

27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2，〈秦省雨雹〉；卷 3，〈冰雹〉；卷 8，〈冰雹〉。  

28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3，〈日中黑子〉。  

29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5，〈眾星隕〉、〈火光亘天〉。  

30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5，〈颶風〉。  

31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5，〈臨安火〉、〈大雪〉。  

32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5，〈北直同日地震〉；卷 7，〈地震〉。  

33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4，〈孝婦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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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迥然有別。儘管〈孝婦卻鬼〉確實同樣充滿靈異色彩，但主角

已非董含，故事的重心亦不側重「化外之物」或「人體異變」，而

是錢氏本人。事實上，觀諸《三岡識略》各種志怪記載，大部分

既非董含親見的異獸（龍）異人（二首），更非關於地震、洪水或

日蝕的記載，而是以神怪包裝的時人故事。因此，〈孝婦卻鬼〉的

重點並不在「卻鬼」，反而從「讚美孝婦」的角度思考或許更貼

切，不妨視為一類經過包裝的「列女故事」。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條目是〈出神〉，主角是董含的妻舅蔣雯

暠，他染病後身體虛弱，一日竟「靈魂出竅」：  

凡人形大苦者，神先去之，不特修煉家有出神之說也。余

內弟蔣生雯暠染弱症，日夜咯血，備極惡趣。一日，潦倒

中轉側四顧，忽見己身坐別榻上，相對凝視，俄頃而滅，

大驚，自知不起。不逾旬遂卒。生年少喜炫才，頗有費心

事，致享年不永，惜哉。34
 

關於此條的內容，董含的重點實非其染病或身體虛弱，言外之意

應是「少喜炫才，頗有費心事，致享年不永」的個人評論。簡言

之，〈孝婦卻鬼〉意不在卻鬼一事，〈出神〉的意義亦非「靈魂出

竅」。又如〈總河為神〉提及清朝河道總督朱之錫（1622-1666），

稱其任上「頗著靈異」，死後為地方百姓向朝廷請祀，遂與「金龍

神並盛」， 35但董含所欲傳達的或許是其「治河有惠政」一事。最

能證實董含藉志怪臧否人物的莫過於〈鬼譴〉：  

張惟赤者，浙之海鹽人，為人貪鄙果敢。居言路，思建奇

策為躐進地。時軍餉告匱，遂上言一應田產、地丁銀一兩

加徵三錢，歲可增餉數百萬。其客武林陳生為之具

草。……。惟赤積金如山，自顧無大損，而清修自好者皆

倉皇無措，於是怨聲載道，即輩上諸公多有以此咎之者，

心頗慚悔。一日晨起，忽發狂，批髮徒跣，以首擊柱，血

                                                       

34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4，〈出神〉。  

35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6，〈總河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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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狼藉，家人競持不能止。良久，呼曰：「鬼卒至矣！」匍

匐入牀下，扶起，已嘔出心肺而死。陳生年老，止一子，

亦同日暴死。識者以為有天道。36
 

張惟赤為了在朝堂上以奇策建功立業，於是倡言加徵稅收，以補

軍餉之不足，但清修自好的百姓和官員卻因此怨聲載道。故事的

高潮無疑是「鬼卒至矣」的報應，張陳二人猝死大快人心，亦使

董含發出「識者以為有天道」的感慨。張惟赤的故事固然得以從

「果報思想」的脈絡觀之，但從本文舉〈孝婦卻鬼〉以降諸條，

細究此類故事，實與董氏親身描述怪異事物不盡相同。首先，前

述的幾個故事中，主角皆具載里籍，有名有姓，且考之史籍皆有

其人；其次，倘若將神異的部分除去，則這些故事仍得以「成

立」，不失其意旨。有鑒於此，《三岡識略》中的志怪理應區分為

文字表達與實質內容兩層，不可等同視之。  

同時，回顧以上所舉數例，《三岡識略》在「天變物異」之外

確實尚有諸多志怪記述，更重要的是，經筆者一一比對，此類藉

志怪品人的條目皆不著錄於《蓴鄉贅筆》中。但是，董含常將各

種不同的「志怪」條目混雜並陳，如〈鱔怪〉敘述一位佚名的黃

衣女子，「首有肉角，見人躍入江而沒」， 37堪稱典型的「志怪」。

讀者在閱讀《三岡識略》時，難免將諸多志怪內容混為一談，這

究竟是董含無意為之的安排，抑或有心設計的橋段，尚無明確的

答案。不過，從〈孝婦卻鬼〉以降條目不見諸《蓴鄉贅筆》，顯見

「刪汰」是存在一致的標準。至於這些「志怪」與來新夏強調董

含個人、家族，使其訊息皆隱蔽不傳，則必須從《三岡識略》的

撰述目的談起。  

撰述目的 

關於《三岡識略》一書的意旨，為之作序的同鄉里人盧元昌

將此書比於《桯史》與《南村輟耕錄》二書，認為可以補正史之

                                                       

36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7，〈鬼譴〉。  

37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2，〈鱔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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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更重要的是，盧氏強調此書諸條皆是有憑有據的野乘：  

凡耳聞目擊，或見邸報，或係傳述，上而日薄星回，下而

山崩地震，中而人妖物怪，靡不詳核顛末，付諸赫蹄。此

雖近憫時悼俗者之所為，乃其間忠臣孝子之姱行，賢人君

子之達節，以至士女謳歌，野老吟歎，有關於世道人心、

風俗倫常者，一卷之中，未嘗不留連致意焉。38
 

由此可見，盧氏亦注意到《三岡識略》的內容涉及「日薄星回」、

「山崩地震」與「人妖物怪」，但更重要的是關於「其間忠臣孝子

之姱行，賢人君子之達節」的撰述，而此「其間」即是埋藏於志

怪下關乎「世道人心、風俗倫常」的價值判斷。因此，與董含同

時的畫家沈白強調《三岡識略》是「千秋信史」，指出草野遺民在

明史館二十年來「不知撰述若何」的情況下，拭目以待此書之

出。 39其後如乾隆年間的士大夫戴璐（1739-1806）讚譽《三岡識

略》「為國初野乘之最」，40皆著眼於其藉志怪言「己志己見」的一

面，而非看重「俗者之所為」的志異內容。  

董含自稱《三岡識略》作於「三入京洛，既而棲遲里門」之

後，即其因江南奏銷案罹罪黜名，避歸鄉里後的記述。董閬石甚

重此書，他指出「本朝以來，吾郡著書者絕少」，強調唯有顧開

雍、盧元昌等華亭人投入「雲間著述」。因此，他期盼《三岡識

略》「將來得附於諸君子之末」，41顯見對此書的用心。值得注意的

是，董含坦承《三岡識略》所記諸事，雖或有「語無詮次」之

感，但必是「確有根據」的見聞記錄。因為全書所言「或得之邸

報，或得之目擊，或得之交遊所稱述，或可以備稽考、廣聽睹、

益勸戒者，靡不遠諮詳訪。即事屬細微，語無詮次，要皆確有根

                                                       

38
 清．盧元昌，〈《三岡識略》序〉，收入清．董含，《三岡識略》。  

39
 清．沈白，〈識略題詞〉，收入清．董含，《三岡識略》。  

40
 清．戴璐，《吳興詩話》，卷 13，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集部，1705冊，頁247。  

41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10，〈雲間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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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42職是之故，自身即撰述志怪筆記《三岡識略》的董含認

為，同以志異聞名的《搜神記》、《洞冥記》「其旨近詭」，而專記

瑣事雜文的《杜陽雜編》、《述異記》則「其說或誣」，即非異事。

他自期《三岡識略》是「取兩者而折衷之」，旨在「備稽考、廣聽

睹、益勸戒者」的著述。  

事實上，細察《三岡識略》諸條目，如〈賊墓〉提及米脂知

縣邊大綬（崇禎十二年舉人）掘李自成（ 1606-1645）祖先之

墳，冢中「蟠白蛇一，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見人昂首張口無

所畏」，或是遺骸有異象「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黃毛五六寸長」，

董氏指出上述細節「大綬有記，名《虎口餘生》，載之甚詳。」 43

而這與邊大綬的《虎口餘生記》相符， 44誠如董含自承「確有根

據」。董氏在大部分的條目後載其出處，故其稱或得之於目擊，或

見於其他傳述，殆非虛言。有鑑於此，儘管《三岡識略》以「志

異」的表象面世，但此類以志怪包裝的記述實不可等閒視之，董

含諸多「關於世道人心、風俗倫常」的見解皆值得一一考掘。  

不過，如此一部關懷世道人心、風俗倫常的筆記，卻未能收

錄於《四庫全書》或列於存目。再者，《三岡識略》雖有刻本，但

並不廣為流傳，反以抄本通行，側面地說明此書存在某種問題。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董含這本「雲間著述」涉及不少時人時事，

尤以華亭為最。一個值得注意的線索來自《四庫全書總目》，透露

清朝士大夫金維寧（康熙丙午舉人）對董含頗有微詞：  

《秋谷雜編》，國朝金維寧撰。……維寧居鄉頗忤於同里，

居官又頗忤於同官，以浮躁罷歸，故詞旨憤激，多傷忠

                                                       

42
 清．董含，《三岡識略》，〈三岡識略自序〉。  

43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1，〈賊墓〉。  

44
 《虎口餘生記》載：「癸未，余在京師，縉紳先生爭談有米脂令者，掘闖賊祖父之

墓，聚其骨而灰之。時心奇其事，不知為何許人也。甲午，有晉闈之役，見太原

守邊長白先所刻《餘生錄》，蓋即令米脂者也。其說曰：『賊祖父守忠葬於本縣之

三峯磐，山勢環抱，林木鬱蔥，若佳城者。訊之故老云穴中舊有黑碗一枚，塚窮

碗見，骨黑如墨，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又下一塚，生榆一株，粗如臂，籠蔭不可

犯。眾斧之，榆斷墓開，骨節綠如銅青，亦生黃毛數寸。』」見清．邊大綬，《虎

口餘生記》，收入《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冊29，頁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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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其記董含鬻婢及作《三岡識略》諸條恐未必如是之甚

也……。45
 

由四庫館臣的意見可知《三岡識略》並非不傳，至少館臣知悉此

書係董含所作，更重要的是，同是華亭出身的金維寧對「董含鬻

婢及作《三岡識略》」似有所責難，且為時人所知。董含同時的里

人對《三岡識略》的批評為何，這與來新夏指出刪削《三岡識

略》成為《蓴鄉贅筆》有何關係？尤其關於董含個人訊息、私人

見解與家族資訊的刊落，藉由《四庫全書總目》的提示，或正是

解開《三岡識略》謎題的關鍵之一。  

關於金維寧批評《三岡識略》的原因，不妨檢視《三岡識

略》有關華亭人物的記述，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夢棺〉：  

華亭陶孝廉，字冰修，有文名。六上公車，自以懷才被

抑，感憤不平。京城有文昌祠，祈夢最靈，一夕，齋沐往

禱，仰見天上懸一棺，欲墮未墮。驚寤，不樂者久之，復

自解曰：「夢棺得官，予庶幾入彀乎？」及發榜，仍下第，

謁選得天台廣文。不半年，卒於任，乃悟天為天台，棺為

蓋棺之兆。夢之巧驗，有如此者。46
 

華亭人陶冰修六次科考，他自感「懷才被抑」，因此「感憤不

平」，直至最後一次方謁選授官。有趣的是他誤將「夢棺」解為

「得官」的吉兆，但其實是「天為天台，棺為蓋棺」的凶兆。此

外，值得一併審視的是〈氣感〉：  

婁縣民何璧女，許朱氏子為室，年俱十九，雖兩相慕，尚

未配偶。一日，朱子來候，適值女以手撫其腹，遂有娠。

二傢俱小姓，不以為意。及產，有聲蓬蓬，自腹中出。少

頃腹平，惟虛氣而已，蓋氣感也。嘗閱《耳談》載，吳聘

                                                       

45
 清．永瑢（ 1744-1790）等纂修，《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 1965），卷

143，子部53，頁1226。  

46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4，〈夢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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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與弼母居江右，父宦京邸，同夜夢相姤而孕，聘君相傳

以神交而生子。不覺失笑。後與弟爭產，指為非兄，交訟

於官。按《洗冤錄》，亦有氣感，無神感之說。古人云：

「思女不夫而孕」，然乎？否乎？47
 

〈氣感〉述說一對年輕男女，兩人雖相慕相悅，但尚未婚配，一

日卻發現何女已懷身孕，時人「相傳以神交而生子」，似不脫志怪

之流。首先，認真地看待〈夢棺〉與〈氣感〉兩條記載，事中人

物皆「有名有姓」，再衡量作者聲稱《三岡識略》皆係有根據的說

法，則這些主角對當時的鄉里百姓而言，應非「沒沒無聞」的陌

生人。其次，就前者而言，雖然董含的重點應是指出「夢之巧

驗，有如此者」，但仍做出陶生「懷才被抑，感憤不平」的評語，

且故事最終以卒死收尾，對於其後代或家族不無影響。就後者論

之，董氏的目的應是反對「神交而生子」之說，故引用《洗冤

錄》以證其謬，不過，從「後與弟爭產，指為非兄，交訟於官」

可知此「家族醜聞」確實為鄰里周知。  

事實上，相似的記述甚夥，如華亭教諭舉人尚元調含冤自

縊，死後作鬼報復「性憨」的將軍楊捷及「性貪」的衙役張禹

辰。 48或海寧人沈令式擔任廣東學政期間「頗納賄」，他貪圖前任

官員的財產，於是毒殺前任之子，獨佔其產，但沈氏父子在歸鄉

路上遇到化為鬼魅的前任之子報復，於是相繼死去，「雖有遺金，

豈能享哉？」49觀諸前述四例，董含固然以「志怪」之筆重新闡述

這些見聞，但仍不免里人「聯想」，或後人「回憶」，這不僅有失

厚道，且容易得罪時人。推而廣之，部分不以「志異」筆法書寫

的條目，直指地方人士諸多私事醜聞，更使得此書在地方上違礙

甚鉅。例如董含稱李漁（ 1610-1680）「性齷齪，善逢迎」，認為

「其行甚穢，真士林中所不齒者」，甚至覺得「《笠翁一家言》，大

                                                       

47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7，〈氣感〉。  

48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10，〈設醮祈釋〉、〈負心報〉。  

49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6，〈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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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皆壞人倫、傷風化之語，當墮拔舌地獄無疑也」， 50顯見董氏對

李漁之鄙視。又如，批評吳興太守吳綺「不善居官被放歸，家

貧，頗事干謁，以酒色自娛，不復問家人生產」， 51這些涉及松江

或江南時人奸私的記載，本應以曲筆為尊者、賢者諱，董含卻全

然道出。52
 

關於《三岡識略》刻本不廣為流傳的原因，其特記南方人物

奸私之事、指摘守令私德的記載應是關鍵因素之一。因此，雖然

金維寧的《秋谷雜編》今日不得見，但《四庫全書總目》指出金

氏對《三岡識略》多有指責，其原因不難想見。更重要的是，乾

隆年間一本專載松江掌故的《松江衢歌》明確地點出問題所在：  

祖風閒憶董華亭，志怪欣聞似《說鈴》。  

剗去《三岡》憑眾手，聲傳《秋谷》不堪聽。53
 

明清時人喜以籍貫代名，董華亭即董含的別號。就《松江衢歌》

的記載觀之，清人已將《三岡識略》歸於志怪之流，但最終仍不

免遭到眾人「剗去」刻板。究其因，《松江衢歌》的作者陳金浩

稱：「董進士含著《三岡志略》，皆松人佚事，以眾怒毀其板。金

孝廉維寧增刪舊志，名《秋谷集》。」 54由此可知，這本「確有根

據」的《三岡識略》因為所記「皆松人佚事」，且如前述多涉家

族、私人之事，故引發眾怒「毀其板」。職是之故，上述所舉諸例

皆不見於《蓴鄉贅筆》，這正是《三岡識略》刻本不傳或必須刪節

問世的原因之一。簡言之，《三岡識略》雖以「志怪」名於世，時

人仍注意到其間不少「確有根據」的記載，而此類記述多涉及私

                                                       

50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4，〈李笠翁〉。必須指出的是，此條亦見於《蓴鄉贅筆》。 

51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7，〈吳太守〉。  

52
 相關例子不勝枚舉，見卷 6，〈猛虎行〉、〈淫奔〉、卷 8，〈淫尹〉、卷 9，〈結婚破

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例子絕大多數都是松江府事。  

53
 清．陳金浩，《松江衢歌》，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冊 114（臺北：藝文

出版社據清嘉慶吳省蘭輯刊本影印，1968），頁7a。  

54
 清．陳金浩，《松江衢歌》，頁 7a。此外，董含在松江地區應甚為知名，在《松江衢

歌》尚有相關記載，見《松江衢歌》，頁 14a，對應到《三岡識略》，卷 3，〈祖墓先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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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引起眾怒。  

至此，《三岡識略》不傳的問題似已獲解答，作者董含為避同

鄉里人之諱，將關於個人、家族的內容刪去，與時人相關的記載

也不見於《蓴鄉贅筆》，皆合情理。但是，為何盧元昌等人的序或

相關線索必須剗去？必須指出的是，一封藏於國家圖書館檢舉董

含《三岡識略》的指摘信強調，董含「衷懷怨望，刊刻妖書，語

涉謗訕朝廷」，甚至「不知尊朝廷」，且「思明之念顯然矣」。 55就

此封檢舉信而言，「思念明朝」才是董含的「首罪」，而非關於

「松人佚事」的撰述。至於《三岡識略》一書刪去董含個人的訊

息，及諸多與朋友如盧元昌唱酬詩文的原因，下節將進一步關注

那些同樣隱蔽不傳，但與「松人」無關的記載，探論董含如何

「為明朝立言」，卻不被列入禁書目錄中。56
 

三、《三岡識略》中的思明之念 

由檢舉信揭開思明面紗 

臺北的國家圖書館藏《三岡識略》除條目、體例較筆者所見

其他抄本更接近康熙刻本外，更重要的是，國圖本附有一封檢舉

信，儘管內容殘缺不全，但仍得以據此析論時人如何理解《三岡

識略》的志怪內容。這封向官府舉報董含的檢舉信，開頭明列

「指摘《三岡識略》訕謗乖謬各條開後恭呈憲覽」，強調《三岡識

                                                       

55
 佚名，〈指摘《三岡識略》訕謗乖謬各條開後恭呈憲覽〉，附於《三岡識略》之

末，不著頁次。  

56
 必須指出的是，清朝的禁書政策、禁書目錄是不斷變動的，首先各朝禁燬的重點

與目的不盡相同，其次是完整的禁書目錄從未出現。因此，本文以下討論《三岡

識略》種種違礙記述，及其何以逃過禁書政策，大抵以乾隆朝禁燬的標準為基

礎。關於禁書原因的研究見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書原因之研究》，（臺北：

華正書局， 1983）。但是，儘管學界已逐步釐清歷朝禁書政策的內涵，同時許崇

德、王汎森的研究亦提醒讀者在審視禁書目錄、判斷禁書時，不能完全倚靠官方

公布的文告。如許崇德以乾隆帝親自頒佈辦理四庫全書的檔案為例，指出清高宗

雖然明令何種書籍需要禁燬，但在辦理過程中卻是呈現波紋擴張般的漣漪效應，

致使禁書範圍不斷擴張，一般士人在人人自危下成為王汎森所言的「自我壓抑」。

許崇德以術數書為例的研究見氏著，〈由「四庫全書」子部「術數類」禁燬書論禁

燬標準的發展與形成〉，《故宮學術季刊》，21：4（臺北，2004.6），頁11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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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涉及「訕謗朝廷」且「語多乖謬」。這位佚名檢舉人指出：  

在籍犯臣董含中本朝辛丑科進士，雖以抗糧黜革，而一息

尚存，踐土食毛，皆邀君賜。何乃衷懷怨望，刊刻妖書，

語涉謗訕朝廷，字多刺譏宰執？尚有捕風捉影，毀譽任

情，逞其狂悖，惑亂視聽之處，不勝指摘。57
 

檢舉信直指事主董含刊刻妖書《三岡識略》，涉及謗訕朝廷、諷刺

朝臣，儘管董含以江南奏銷案黜革功名，但他得以「一息尚存，

踐土食毛」皆君上所賜，更彰顯其罪行之重大。這位細心的檢舉

人為免董含「開脫」其罪行，於是「就其怨謗顯然，乖謬特甚

者，指駁於後」，將《三岡識略》種種涉及「為明朝立言」或「譏

刺清朝」者一一摘列。檢舉人認為，即使董含「喙長三尺，亦難

置辨矣。」58
 

不過，在細審檢舉人所列諸條涉及「違礙」的內容前，檢閱

過《三岡識略》的讀者應當十分訝異此書遭此質疑。因為董含在

凡例已具體申明書中「事具國史者不敢載」、「事涉忌諱者不敢

載」，即使「偶有褒貶俱出至公，不敢任私意為去取」，更強調

「事雖細微，各有依據，不敢妄為撰述」，顯見其寫作原則並不涉

及檢舉人所列各項。相較之下，盧元昌讚譽此書不乏關於世道人

心、風俗倫常的勸戒文章，與「語涉謗訕朝廷，字多刺譏宰執」

的指控可謂相差甚遠。但是，既然董含本人已明白申言與清朝歷

史有關者不敢載錄，則何以盧元昌、沈白等人讚譽《三岡識略》

得以補正史之不足？更重要的是，由前述各種例子可見，作者董

含實是運用別有寓意的書寫策略。職是之故，倘若藉檢舉信的指

責考察，則董氏在凡例中的種種「申明」，以及《三岡識略》將各

類志怪記述「混為一談」的書寫或正是一種「障眼法」。書中諸多

假假真真的記載或可使粗心的讀者不以為意，將志怪志異的故事

視為笑談趣聞，但對於細心的讀者而言，不少情節與比擬則值得

                                                       

57
 佚名，〈指摘《三岡識略》訕謗乖謬各條開後恭呈憲覽〉。  

58
 佚名，〈指摘《三岡識略》訕謗乖謬各條開後恭呈憲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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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味再三。  

聚焦於董含的「申明」、時人的「評價」與檢舉人的「指責」

之間，《三岡識略》內容的矛盾更形明顯。因此，藉由檢舉信開列

諸多涉及違礙的指摘，不啻檢驗董含及其書的「試金石」。其一，

佚名檢舉人指責董含書中不著「年號」，毫無「正統」：  

自甲申即我世祖章皇帝龍飛之元年也，乃自首卷至十卷，

俱但有甲子而無順治、康熙年號，是無正統矣。含之罪此

其一。59
 

眾所周知，書寫年號與遵行正朔是傳統中國政治認同的重要

指標。一位經歷明清鼎革的士人倘若堅持「大明年號」，堪稱是對

滿洲政權的極度不認同。此標準對於中國士夫的重要性自不待

言，故此，即使董含已強調「凡五年為一卷，以月繫歲，以日繫

月」，似為自身的「越矩」先行澄清，但仍難逃檢舉人的質疑。  

事實上，從檢舉人將《三岡識略》以甲子繫歲而不書清朝正

朔一事，列為「首罪」，可知明清鼎革之際，年號與正朔的意義尤

其重大。這從清初明遺民頻頻撰寫〈正統論〉，計較使用年號係尊

清曆或沿明朔即可知之。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年長董含九歲的明遺

民余懷（1616-1696），他曾說：  

人但知書甲子、不書宋年號者，有陶靖節；不知書甲子、

不書劉豫僭號者，有趙德進。德進名俊，官朝奉郎。建炎

末，虜將南牧，或勸之避地。……。（趙）凡家書文字，一

不用豫年號，但書甲子而已。三年，歾于家。乃靖節傳而

德進不傳，高士亦有幸不幸哉！60
 

余懷指出，世人但知晉宋之際僅書甲子的陶淵明（約 376-427），

卻鮮知堪比陶靖節的趙俊。趙俊同樣不書異朝年號，但為避免沿

                                                       

59
 佚名，〈指摘《三岡識略》訕謗乖謬各條開後恭呈憲覽〉。  

60
 清．余懷，《余子說史》，卷 1，收入《余懷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頁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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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宋朝年號觸犯時忌，因此家書文字只書甲子，不遵齊國劉豫

（1073-1146）的年號。值得注意的是，此段文字的重點應不在陶

淵明、趙俊孰高孰低的爭議，而是余懷藉此「自我言說」的現世

關懷。余懷特意寫下此事，不僅影射遼、清兩代「胡虜」南牧的

歷史情境，更借用趙俊僅書甲子之例，明示「高士」之所為與不

為。觀諸明遺民的言論，相似的記述不勝枚舉，清初文壇領袖錢

謙益（1582-1664）亦讚賞南城徐氏：「南渡日，弘光改元，歲時

家祭，稱崇禎年如故。嗟乎！稱弘光猶不忍，況忍改王氏臘

耶？」61錢氏認為清初南方士人不忍改替崇禎，用弘光年號，正如

同漢朝子弟不習用王莽年號，真切地表露出對故國的眷戀。由此

可知，清初明遺老對書寫「年號」的執著，而為免時人攻訐，「僅

書甲子」成為唯一出路。但是，標榜「事涉忌諱者不敢載」的董

含仍堅持全書以甲子繫年，而非順治、康熙，這或許與其登科之

年即遭黜名有關，故藉由較為「中立」的甲子繫年無疑是自身對

清政權的一種表態。因此，檢舉信指責董含「言及本朝、朝廷、

國家等字樣俱不檯﹝擡﹞頭，是不尊朝廷也」，62即是意料中事。  

其二，檢舉信更抨擊董含「思明之念」昭然若揭，認為董氏

故意在凡例中混淆視聽，暗藏思念明朝的言論：  

卷之一〈宸翰〉條，含著《三岡識略》，其凡例明載是書共

五十四年，皆本朝事字樣，此條係故明所賜，何為混載。

含僅知鋪張祖烈，眷戀先朝，…，且思陵之稱，乃福王時

所尊，本朝史館但稱莊烈帝耳。乃含不稱莊烈，而稱思

陵，目無昭代，罪不勝誅矣。……，又云：「予摹四字，顏

之書齋，以便朝夕瞻仰」，其思明之念顯然矣。身為本朝進

士當如是耶！63
 

檢舉人所列第二項指涉《三岡識略》三種問題，一是書中混載明

                                                       

61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 49，〈書南城徐

府君行實後〉，頁1604。  

62
 佚名，〈指摘《三岡識略》訕謗乖謬各條開後恭呈憲覽〉。  

63
 佚名，〈指摘《三岡識略》訕謗乖謬各條開後恭呈憲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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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故事；一是認為董含故意鋪張祖先偉績，透露眷戀先朝之微

意；一是其自身特意摹寫明朝皇帝所賜書法，「思明之念顯然

矣」。尤其《三岡識略》提及崇禎帝（ 1611-1644）時，往往以

「思陵」稱之，但此係南明朝廷的用語，而非清朝官方頒布的尊

稱。弔詭的是，倘若細究書中關於明末清初史事的記載，則似不

宜斷定董含的政治立場「游移不定」。畢竟，董含及胞弟董俞皆舉

清朝進士，當不能以「明遺」視之。同時，觀諸他將吳三桂

（1612-1678）視為「逆黨」、「諸逆」， 64替以「恢復故土」為己志

的鄭成功（1624-1662）冠上「鄭逆」之稱， 65顯見董含所述確實

符合清朝官方意識型態。  

按前述董含所據之立場，逕將其歸諸「眷戀先朝」、「思明之

念顯然矣」，檢舉人似乎「大題小作」。但細審〈宸翰〉條，則檢

舉人所稱不無道理，董含寫道：  

思陵聰明天縱，萬幾之暇，尤工翰墨。先大父邃初公以天

官左侍郎兼攝銓、憲二篆，蒙眷最深。一日對畢，面書十

大字以賜，曰「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中作一「帝」

字，上用玉璽，篆曰「崇禎建極之寶」。筆勢飛舞，每一展

閱，奎光爛然。予摹四字，顏之書齋，以便朝夕為之瞻仰

云。66
 

董氏讚譽崇禎帝「聰明天縱」，尤工翰墨書法，值得注意的是，董

含提及此事充滿仰慕、緬懷之情，因此著意於崇禎帝對其先祖

「蒙眷最深」，並對各細節描繪再三。更關鍵的是，董含時常「展

閱」思陵所賜十大字，甚至「顏之書齋，以便朝夕為之瞻仰」，可

見對此書畫的重視。較諸書中關於「志怪」的記述，〈宸翰〉似不

宜歸於同類，而是對家族榮光與明朝恩德的感念。試回想《三岡

識略》各類「志怪」記述雜陳的書寫方式，則跳脫志怪之外的記

                                                       

64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8，〈平西逆報〉、〈削平諸逆〉。  

65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8，〈平島寇〉。  

66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1，〈宸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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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或許正是董含埋藏真實於志異的法門。  

其三，明清鼎革，士大夫出處進退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出

仕清廷象徵奉大清正朔，而隱退山林則透露思明心跡。因此，「出

處」的抉擇關乎個人的政治認同，同時也表露自己面對清朝的心

態。對於登清仕版的董含而言，這似乎是一個「不存在的問題」。

儘管鼎革之際他已成年（20歲），加上董家累代屢蒙聖恩，這從閬

石驕傲地宣稱董姓「科名不絕」即可知之，67明亡後，若董含殉死

或隱居皆不令人意外，但董含及董俞仍數次應試，盼望登科。諷

刺的是，檢舉信卻直指董含竟有不同意「出仕清廷」的斷語：  

卷之一〈舊臣姓名錄〉條。我世祖章皇帝龍飛定鼎，天命

之所歸，人心所集也。況於明季賢才蒐羅並用，此尤聖主

開誠布公，推心置腹之德意也。乃含著此〈舊臣姓名錄〉

一條，雖託之於東海逸民所撰，而摘有「巽權待變，河清

難俟」等語，述所不當述，已屬可異。至於「癸未諸公，

或初登仕版，或未沾一命，遭逢鼎革，君子有恕詞」之

語，此則含之自出己意，抑揚其詞矣。含之狂悖可勝言

哉！68
 

根據〈舊臣姓名錄〉條，提及一位不知姓名的「東海逸民」撰著

一本《舊臣姓名錄》，書中「皆明季薦紳入仕國朝者」的名錄。東

海逸民稱鼎革以來的士人「初疑巽權以待變，久之革面而易心。

既乖誓墓之風，孰顯捐軀之節？」69對時人出仕不無指責。不過，

時移勢易，1644 年後六年，東海逸民也只能發出「年將六稔，事

繫千秋，歧路堪悲，河清難俟，姑存姓氏，以垂來葉」70的悲嘆。

值得注意的是，董氏筆下「不知姓名」的東海逸民絕非虛構人

物，且董含對其讚賞不已。71東海逸民姓錢，名穀，字叔寶，號磐

                                                       

67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8，〈科名不絕〉。  

68
 佚名，〈指摘《三岡識略》訕謗乖謬各條開後恭呈憲覽〉。  

69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1，〈舊臣姓名錄〉。  

70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1，〈舊臣姓名錄〉。  

71
 「本朝來，我郡以藝著者，書學則有曹思邈、錢穀、沈楫。錢、曹皆名宿，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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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子、子璧、後江、東海逸民，與閬石同為松江華亭人。72董含特

意摘錄明遺民錢穀的言論，或正傳達了他內心的「自我言說」，而

將此托之於佚名人士，更顯見其敏感性。與此相符的是董含個人

對此書的批語，他表示：  

予謂逸民記載，不無微意，但義難一例，勢有差等。即如

癸未科諸公，或初登仕版，或未沾一命，遭逢鼎革，君子

有恕辭焉。倘以為予一人之私言，則我豈敢。73
 

由董含對錢穀《舊臣姓名錄》一書的評論思之，他承認「逸民記

載，不無微意」，指責明人奉清正朔「入仕國朝」確有「微意」，

值得深思。但是，董含強調歷史情境不盡相同，難以等同視之，

因此對於癸未科（1643）進士而言，他們或初登仕版，或尚未授

命赴任，君子尚能「有恕辭」，多所諒解。不過，就董含個人而

言，倘若要求其「一家之私言」，則他「豈敢」如此。這道盡董氏

心中對「兩截人」 74出仕的體諒，也訴說自身對此事的「微意」，

即不認同遭逢鼎革的君子入仕清朝。審視《舊臣姓名錄》作者自

稱「東海逸民」，若借用遺民大儒歸莊（1613-1673）的定義，「凡

懷道抱德，不用於世者，皆謂之逸民；而遺民則惟在廢興之際，

以為此前朝之所遺也。」 75東海逸民如此執著於鼎革君子出仕與

否，及其發出「歧路堪悲，河清難俟」的感懷，顯然符合歸莊筆

下的「遺民」，而非大隱於世的「逸民」。更重要的是，董含特意

                                                                                                                                            

構精勁，當推錢第一。」見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6，〈郡中藝事〉。錢穀曾加

入幾社，與黃宗羲（1610-1695）交好，黃曾作〈贈雲間錢子璧穀〉云：「幾社於今

數十辰，猶隨年少鬬清新。慿君欲話當年事，同是琵琶亭裏人。」見清．黃宗

羲，《南雷詩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卷 3，5a。  

72
 關於其傳記資料見謝正光編，《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0），頁378。  

73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1，〈舊臣姓名錄〉。  

74
 「兩截人」原指言行不一之人，在清初則用以形容貳臣的心態。此類士大夫往往

需要調適心態，面對來自部分朋友、師長甚或親友的質疑，尤其著名的貳臣往往

在心理上承受極大的壓力。相關研究見白一瑾，〈論清初貳臣士人「兩截人」的處

境心態〉，《北方論叢》，2010：1（哈爾濱，2010），頁65-70。  

75
 清．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3，〈歷代遺民錄序〉，頁

170。  



寓思明於志怪：董含《三岡識略》的歷史書寫 - 105 - 

摘錄其書內容，闡發其微意，自我言說，這不僅表露心跡，同時

也跨越了清代「時忌」的界線。76
 

「志怪」與「思明」 

經由前述關於指摘信的討論，尤其藉檢舉人所開列的三項

「指責」，為考察《三岡識略》在志怪神異層次外開闢新視野。簡

言之，檢舉人認為《三岡識略》的紀年方式與董含個人評論、董

含家族的條目，皆涉及質疑清朝正當性或思念前明，心懷故國，

實是不勝指摘。至此，董含凡例中若干「障眼法」自然不攻而

破，檢舉人細心地閱讀《三岡識略》並揣摩董含之意圖，確實帶

領吾人從新的面向重新省視此書。但必須指出的是，這封殘缺不

全的檢舉信，仍有一關鍵未能釐清，即如此一本「不勝指摘」，且

藏有「思明之念」的「妖書」，既然董含在世之時已有人通報官

府，何以未徹底銷毀刻板，並列入禁書目錄？ 77事實上，《三岡識

略》不僅終有清一代未收入禁書清單，刻本甚至保存至今（詳

後），清抄本更是遍見各重點圖書館，顯見其流傳之廣。  

為回應此疑問，應重新檢視上述所列三項「罪行」。觀諸檢舉

人所列幾項問題，這些質疑若非指責書寫體例違礙，即是藉記述

中的蛛絲馬跡斷言其「思明」，且皆非「志怪」的條目。從檢舉人

將「思明之罪」列於開篇之首，顯見其對此事的重視，亦彰顯時

人對這類行為的忌諱，但深究其開列的幾條理由卻不見任何「志

怪」故事，可見檢舉人係專注於那些較真實、有憑有據的內容。

換言之，就時人（如檢舉人）閱讀《三岡識略》的經驗論之，書

中大量天變物異、神妖鬼怪的志怪記載確實較不為人注意。弔詭

的是，與董含同時的盧元昌、沈白卻對《三岡識略》讚譽備至，

                                                       

76
 事實上，思明並不代表「反清」，本文屢陳董含的思明之情，強調的是其眷戀故國

的感懷，而非「反清復明」的思明。事實上，將「思明」與「反清」理解為線性

的因果關係，是晚近革命史觀的發明，而非明末清初普遍的事實。換言之，「反清

復明」的論調不僅單一化明末清初士人看待出處、鼎革的方式，亦抹煞不同地

域、背景、經歷下可能出現的心態。  

77
 必須指出的是，有違礙內容的書也不一定列入禁書目錄中，部份的原因也可能是

版本流傳不廣，未引起時人注意，因此不能將禁書目錄著錄與否作為全部的判定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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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稱其中「有關於世道人心、風俗倫常者」、「草野遺民拭目俟之

矣」。因此，筆者認為《三岡識略》中各種志怪故事方是追索思明

言論的重點，而非聚焦於為數甚少的例子，如關於家族、私人的

撰述。因此，《三岡識略》充斥著志怪記述，不僅止是一種「障眼

法」，遮掩其藉家族事務訴說思明情懷的書寫策略，志怪一類記載

本身即是值得細細考察、分類的重要資源，而這或正是董含突破

文網監察的特殊方式。78
 

具體考察的方式之一，不妨從「違礙書目」反思禁制文本的

原因。如前人研究指出，涉及「明末清初史事」、「故國之思」或

「譏刺訕笑清朝」的書籍，通常因此受到官方管控。79值得注意的

是，此類「違礙」、「忌諱」的記載往往出自明遺民之手，甚至是

不少遺民文集中的「基調」。不過，雖然前人研究已為吾人指引方

向，如「明末清初史事」一項不難曉解，但關於「故國之思」或

「譏刺訕笑清朝」確切指涉為何，其界限與範圍則較寬泛。一個

明確的指標是清初時人關於「衣冠」的討論，衣冠服飾作為生活

日用的物品，對明遺民而言富含幽微的深意。這不僅因為明代儒

服儒巾的漢衣冠象徵著「大明意象」，更重要的是清朝「薙髮易

服」的變革促使「選擇衣冠」等於「認同抉擇」。按此脈絡考之，

明遺民諸多「細小瑣碎」的言論即非「無關痛癢」的記述，80如嶺

                                                       

78
 研究者往往著眼於清乾隆朝的禁書問題，對於順治、康熙時期較為陌生。事實

上，清初雖然未有針對歷史書寫的規範，但士人對書寫、談論明末清初歷史，以

及碰觸與前朝相關的議題，仍不免有所忌諱。此類書寫應也可從王汎森所言「自

我壓抑」理解，如順康時期的錢澄之（ 1612-1693）曾被地方官苦留修《江陰縣

志》，錢詢問說能否寫「乙酉秋守城事？」縣官立即否決。事實上，清朝政府並未

明令禁止江陰守城事不得載，這毋寧是官員的「自我壓抑」。因此，錢澄之所見地

方官對明末清初史事的忌諱，不得不感慨「由是觀之，吾人耳目既隘，地方居官

者復以此事為忌，人傳者益少，則吾人之所得知者蓋亦寡矣。」這從側面透露清

初對於文字並非全無禁忌，尤其對具備官方背景的士人，仍是必須提防的議題。

錢澄之所言見氏著，《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卷 5，〈復陸翼王書〉，

頁84。  

79
 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遭燬

書籍內容之分析〉，頁 27-63。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北京：群眾出版

社，1990），頁10-16。  

80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首見林麗月，〈故國衣冠：鼎革易服與明清之際的遺民心

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30（臺北， 2002.6），頁 39-56。林麗月，〈萬髮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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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遺民屈大均（1630-1696）關於「衣冠冢」的記載：  

噫嘻，我有衣冠，而我藏之。藏之於生，良為可悲。無髮

何冠，無膚何衣？衣乎冠乎，乃藏於斯。噫嘻，衣冠之

身，與天地而成塵；衣冠之心，與日月而長新。登斯冢

者，其尚知予之苦辛。81
 

屈大均筆下「無髮何冠，無膚何衣」一語，點出明遺民忍辱負

重、斷髮改服的痛苦。頭髮既然被視為身體的一部分，清朝的新

政策則不僅是單純的政治手段，而是一種精神性與身體性的刑

罰，於是明遺民皆成了「刑餘之人」。因此，一位南明永曆年間鄭

成功軍中的福建籍軍士，後流落浦子口行乞，屈大均將這位「長髮乞

人」視為懷憂藏志的「美丈夫」即非不能理解之事：  

髮長不剪，不語不言，有司拘之欲殺，即引頸就刃。使之

剃髮，不答。官以為瘋子也，釋之。……。哀今之人，誰

非刑餘？為城旦舂，髡也不如。汝何人斯。非智非愚。鬖

娑至地，髮長何須？全而歸之，非孝子與？不為乞者，安

保吾軀？毀傷之罪，庶幾免諸。……一絲華夏，在爾皮

膚，不使毫末，辱於泥塗。卷之如躉，人士之都。中華瞻

視，在此有旟。82
 

這位不知姓名的人士不語不言，於是被官方視為「瘋子」。他髮長

及地，人稱「長髮乞人」，屈大均認為他藉此保全身軀，一方面盡

孝，使父母所贈之軀「不毀傷」；一方面守忠，使前朝所遺之髮

「不須離」。因此，屈大均讚揚他是「美丈夫」，並感傷地自問

道：「汝獨人也，我非人乎？生於天地，於今則虛。安得角髻，復

                                                                                                                                            

齊：網巾與明代社會文化的幾個面向〉，《臺大歷史學報》，33（臺北，2004.6），頁

133-160。  

81
 清．屈大均，《翁山文外》，收入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1996），第3冊，卷 8，〈自作衣冠冢誌銘〉，頁146。  

82
 清．屈大均，《翁山文外》，卷 12，〈長髮乞人贊〉，頁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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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初。」 83此番以彼之髮「自我言說」的無奈與悔恨，溢於言

表。  

藉由屈大均的例子，明遺民對於「衣冠」、「髮膚」的「感觸

之深」自不待言，而由此審視文本的角度，重新檢閱《三岡識

略》中的「自我言說」，更能具體地看出董含筆下的深意，例如過

去被視為志怪的〈薙髮文〉便值得咀嚼再三。茲不計繁冗徵引如

下：  

松民歸正後，下薙髮之令。李舍人雯有〈答髮文〉，曰：

「維某年某月，李子將薙髮。先夕，夢有物蒼蒼，蒙茸其

形，怒而呼曰：『予髮之神也，從子而生，三十八年。今聞

棄予，來責爾言：自子之少，我居爾顛。纖齊圓直，既澤

且玄。可以弄姿於幃房，可以耀影於華簪，可以晞陽於扶

桑，可以濯流於清泉。顧乃苦思研精，勞幹震形，役及於

我，失其華英。血早衰而種種，年未至而星星。至於出蓬

蒿，登場屋，頭如飛葆，匪膏匪沐，人一之為，子屢焉而

未足。猶願沒齒而相忘，何期中道而見逐也。且予聞之，

絕交不出聲，棄婦不吐并。予為亡國之遺族，子為新朝之

膴仕。念往者之綢繆，莫深文以相刺。然疇昔之日，以我

御窮，一朝見棄，意如飄風，豈曼纓之可羨，曾毛裡之莫

恫。苟無言以自釋，行訴之於蒼穹。』李子聞之，涕泣掩

面。已而凝思展意，釋然而對曰：『子既責予，亦將一言：

自我與子，體附肌連。使予累子，子不得獨鮮；使子去

予，予不得獨妍。故人之有髮，猶草木之有枝葉也，春生

而秋謝，春非恩而秋非怨也。猶鳥獸之有羽毛也，夏希而

冬毨，冬非厚而夏非薄也。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故無

不祥之鳴焉。今天子聖德日新，富有萬方，一旦稽古禮

樂，創制顯庸。予犬馬齒長，不及於盛時矣，而為子之族

類支黨者，尚得照耀星弁之下，巍峨黼黻之上。予幸以戴

                                                       

83
 清．屈大均，《翁山文外》，卷 12，〈長髮乞人贊〉，頁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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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之老，乞靈於鹿皮竹冠，以庇子焉。所謂鄙人不敏，以

晚蓋者也，我子其亦有意乎？』於是諸髮無語，灑然而

退，又明日而李子髡焉。」84
 

董含表示，松江人「歸正」後，清朝下薙髮令，松人李雯特意寫

〈答髮文〉記下與「髮神」的應答。細究李雯與髮神的對話，髮

神因為「今聞棄予，來責爾言」，指責李雯不顧過去的交情，居然

「中道而見逐」。髮神更稱「予為亡國之遺族，子為新朝之膴

仕」，凸顯「今非昔比」的世變亂局，而李雯聽到髮神近乎「悲

切」的訴言，唯有「涕泣掩面」以對了。再者，觀諸李雯的應

詞，他同意髮神所說，惟朝代變易，這些變革皆是「無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他期待清朝皇帝「一旦稽古禮樂，創制顯庸」，則髮

神後裔將有重新面世之日。置於清初的脈絡觀之，不論是董含抄

寫〈薙髮文〉或李雯撰寫〈答髮文〉，皆蘊含著一種對明清鼎革的

感慨與無奈。董含筆下的「歸正」及「李子髡焉」的描述與「為

明朝立言」及「譏刺清朝」似無明確的關聯，但其透露的感懷與

哀愁卻一如明遺民的自我言說。  

值得注意的是，懷著甚麼樣心態的人會特意著錄李雯的〈答

髮文〉，更何況這出自一位清朝進士之手。〈薙髮文〉的內容或許

得以被視為「志怪」，畢竟髮神、夢境皆是「不真實」的存在，但

李雯與髮神的問答卻藏不住故國之思，閬石與李雯不正藉著髮神

「猶願沒齒而相忘」，道出對前明的眷戀？更重要的是，董含不止

是自我言說，倘若將《三岡識略》中散見各卷帙的記載合而觀

之，則〈薙髮文〉條的意義顯然在志怪之外成為真實，如〈自題

行樂圖〉稱：  

噫嘻董生，曷為而髡？不緇不黃，不賈不耕。泛泛中流，

若梗與萍。口無戈矛，胸無棘荊。一丘一壑，載浮載沉。

知我者誰？圖中之人。每相對而如語，庶與余兮結鄰。爾

                                                       

84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1，〈薙髮文〉。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53 期 - 110 - 

嘲我為蘆中之窮士，我亦笑爾為紙上之白民。85
 

晚明以降，士人自題小像或行樂圖蔚為風潮，董含自題行樂圖不

妨由此理解。不過，藉著閬石端照著自己「髡髮」小像的題詞，

尋繹出他對於衣冠髮膚的執著。他自問「曷為而髡」，係因其既非

處世修身的道士，亦非超脫塵世的和尚，更遑論商賈或農夫了。

在他的自述中，其不得意從「一丘一壑，載浮載沉。知我者

誰？」即可知之。綜觀其「自題」之意，薙髮似非出於本願，其

一生際遇唯有與畫像「相對而如語」的落寞淒涼。相較於〈薙髮

文〉中的李雯，董含的自我解嘲與感傷，可謂若合符節。閬石特

意著錄李雯的故事，看重的正是髮神的探問，而髮神遭逢鼎革的

感傷與自題行樂圖的嘲諷可謂如出一轍。  

由前述的記載觀之，〈薙髮文〉一條實不可歸諸「志怪」，其

間透露的故國之思亦清晰可辨。利用此種方式考辨諸條目，部分

記述中「志怪」與「思明」彷彿一體，且後者不啻《三岡識略》

的主角。職是之故，〈喬將軍〉並非記錄先祖顯靈的故事，而是斥

責不忠貳臣的詰詞：  

喬將軍一琦，上海人，家世業儒。琦厭薄經生業，遂以武

節著，有神力，能拓數石弓。嘗戲馳馬從屋樑下過，以兩

股夾馬，四蹄懸空而起。明季，為劉大將軍綎軍鋒，兵

敗，投崖死。時大兵南下，琦子名蘭者，渡江迎降，意甚

得。易衣帽謁琦墓，忽見父從塚中出，怒氣蓬勃，口中咄

咄作聲，叱蘭跪，以鐵椎擊之，仆地，語畢立死。忠義之

氣，久而不衰有如此。86
 

明朝將領喬一琦（1571-1619）係喬懋敬之子，生於上海，其家族

雖世襲儒業，但他「有神力」，並以武節著稱，遂投身軍旅。喬將

軍曾追隨劉綎（1558-1619），惜兵敗，投崖死。值得注意的是，

喬將軍正是殞命於薩爾滸之戰，與金朝決戰中為明捐軀。有趣的

                                                       

85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6，〈自題行樂圖〉。  

86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1，〈喬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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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清兵南下時，喬將軍之子喬蘭卻在清軍南下前特意「渡江

迎降」，且「意甚得」。故事的尾聲，喬蘭換上了清朝衣帽，拜謁

其父之墓，未料喬將軍從塚中出，一舉將喬蘭擊斃。董含認為，

從此事顯見「忠義之氣，久而不衰有如此」，喬將軍怒誅其子是值

得稱許的作為。細思董含嘉許喬將軍的言論，不僅呈現出喬將軍

的勇武及始終如一，同時映照出喬蘭的逢迎和得意忘形，其寓意

正是以「改易服色」為主調的「變節」。職是之故，喬將軍擊斃其

子的故事，委婉地述說著「君臣之義」高於「父子之倫」的價值

判斷，亦為董含議論時人的立場找到依據。  

重思董含及其交遊 

回顧檢舉人藉《三岡識略》諸條闡述董含的「思明之念」，再

與上述的討論合而觀之，則揭發者並非無的放矢，而是領悟出董

氏著書的深意。經由本文的析論，董含寫作《三岡識略》著實耗

費極大的精力，他在凡例中處處「設防」，迷惑讀者，同時，他又

將不同類別的「志怪」記載混雜並列，使讀者在「真真假假」的

記述中不知其用意何在。故此，《三岡識略》儘管未被列入禁書一

目，但也因為內容之離奇詭異，與清代思想的準衡《四庫全書》

漸行漸遠。透過本文層層的詮釋，董含的形象不僅是一位遭黜革

的落寞進士，其歸居鄉里的心態實比想像中來得豐富。試想關於

髮神、自題行樂圖或喬將軍的記載，其投射的形象或許更像是一

位明遺民，而非入仕清廷的順治進士。因此，儘管董含記元朝故

事，引用《南村輟耕錄》載「元初輕儒，與齊民等，翰林高公智

耀上書力爭，始免徭役，崇學校，正戶籍。」但其引申之意正是

「嗚呼，今安得高公其人者哉！」87對清朝官方的譏刺展露無遺。88
 

職是之故，董含筆下的「前明人物」皆得體守法、雍容大

度，如讚賞王以旂（正德六年進士）道「嗚呼！公之識見過人遠

矣。士大夫苟讀書守禮，當以王公為法。」89〈富人不可作緣〉條

                                                       

87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4，〈地龍散〉。  

88
 檢舉人亦認為「含慨世無高公，則舉朝滿漢大僚均在詬詈之內矣。含之喪心病狂

一至此哉！」見佚名，〈指摘《三岡識略》訕謗乖謬各條開後恭呈憲覽〉。  

89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2，〈王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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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特意摘錄《四友齋叢說》，指出明代「陶宅有陶與權，呂巷有呂

璜谿，小貞有曹雲西，下沙有瞿霆發，類能創建園亭，招致文

士，風流好事，傾動一時，要皆賢而能文，視阿堵如糞土，至今

猶令人豔稱之。」明代士人的風流雅韻，視財貨如糞土的氣概，

仍令董含稱羨不已。相較之下，董氏認為清代則是「富者亦復不

少，大約斗筲齷齪，目不識丁，收息細民，獻勤當事，一二薦紳

與之締姻婭，通寒暄，益傲然自得。」90其高下立判矣。由是，閬

石稱「吾郡邇來賦役繁重，災眚迭見，兼之官吏貪污，民不堪

命，於是通國皇皇。」 91聲稱是抄錄於民間的鳥語詞亦不忘提及

「河南河北皆干戈，前逢官兵後逢盜。」92亦不難理解。  

董含對明代人物的欽佩感念昭然若揭，對清代現狀的鄙夷蔑

視則一覽無遺，這種對比式的評論在當時並不罕見，實與明遺民

的話語如出一轍。誠然，董含確實登清仕版，但這不妨礙吾人重

新審視他的「身分」與「心態」。經由上述關於《三岡識略》內文

的討論，顯見事涉「違礙」的記述遭到抹去，因為前述所舉各

例，皆未收入《蓴鄉贅筆》。不論是〈薙髮文〉、〈地龍散〉、〈王襄

敏〉或〈富人不可作緣〉，本文據以析論的各條目皆是《蓴鄉贅

筆》闕無者，其間指涉的「標準」與「憂慮」是一致的。事實

上，這些「隱蔽」的訊息，實是尋覓「另一個董含」的關鍵線

索，尤其在江南奏銷案後，他在甚麼樣的心境下書寫《三岡識

略》，其用心之處已如上述，但何以至此，則尚待進一步釐清。一

個具體的考察方式是關注董含如何「自我言說」，他自稱「予性迂

拙，頗不喜見俗人，偶遇，便褰裳去之，以此每與世迕。」93這或

許只是單純的「隱士」心態，不宜驟然將此歸諸「遺民」。但是，

他自題行樂圖的自問自答，及「不入城市」的表態，94其晚年遺民

                                                       

90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4，〈富人不可作緣〉。  

91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5，〈謠諺〉。  

92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3，〈鳥語詞〉。  

93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2，〈不喜見俗人〉。  

94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5，〈東村〉。關於清初士人「不入城」的意義，見王汎

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錄於

《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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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懷實不難想見。  

更重要的是，一位聲稱「不喜見俗人」、「不入城市」並執著

於髮膚的清初人物，他與哪些人交往，誰是他吐露心聲的好友，

而這是否與《三岡識略》版本的刪削有關？正如來新夏指出，盧

元昌、沈白等人所作的序與詩文皆不見《蓴鄉贅筆》，前人研究卻

都未注意盧元昌的來歷，以及董含在《三岡識略》中屢屢提及的

諸位好友。就盧氏而論，95他本是與董含同籍的諸生，閬石讚賞他

「性高雅，不喜與俗人交」， 96惜盧氏亦受江南奏銷案牽連而革

名。盧氏與董氏一樣，此後不再出仕，一意注《杜詩》與編《明

紀本末國書》。如此看來，盧、董不過是「落寞文人」，絕非「遺

民之屬」，不過，他們在歸鄉久居的生活中，與之相互唱酬、交往

密切的卻是行遊江南的明遺民。例如將薙髮視為「棄華而從夷，

我罪今莫贖」的歸莊， 97董含曾數次召集其弟董俞、盧元昌、歸

莊、沈雪峰一起飲酒賦詩，98歸氏更贈詩董含，云「江左才名稱伯

仲，金門避世意悠然」， 99顯見兩人的好交情，及董含在歸莊心中

地位之高。  

不論是董含筆下「少好學，秀嬴多才，俯仰顧盼，綽有雅

緻」的顧開雍， 100或是「少為高才生，後薙髮從浮屠氏，……，

工書善詩文，風流儒雅，古道照人」的沈浩然， 101皆是松江華亭

的明遺民。沈浩然，號雪峰，著名明遺民金堡（1614-1680）稱

讚沈氏：「沈黃門雪峰，雲間節士也。尊人云升先生總督兩粵，以

少司馬里居，抗守郡城，不下清，城陷，死於兵。君抱家國之

                                                                                                                                            

405-451。  

95
 董含與盧元昌的交情除了盧氏為《三岡識略》作序一事外，《三岡識略》中屢屢出

現相關記載，且都不見於《蓴鄉贅筆》。如卷 7，〈梅菊夏開〉、卷 10，〈盧先生〉。  

96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8，〈四誄〉。  

97
 清．歸莊，《歸莊集》，卷 1，〈斷髮二首〉，頁44。  

98
 清．歸莊，《歸莊集》，卷 1，〈張洮侯招飲，冒雨過之，同程天羽、吳六益、徐默

菴、董得仲、董榕菴、張荊門、高季真用花字〉、〈董榕菴招集郊區，同洮侯、得

仲、盧文子、沈雪峰用雞字〉，頁153。  

99
 清．歸莊，《歸莊集》，卷 1，〈用來韻酬榕菴〉，頁154。  

100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4，〈顧先生〉。  

101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7，〈哭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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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間行海上，思有以用其智勇，久之，勢無可為，乃還托服緇

流。有會即朗吟，無人輒慟哭。」 102可見其為明守節的堅持。這

些走動於江南的明遺民，與董含相互唱酬，結成一個互通有無的

群體。反清的歸莊與曾入仕清朝的董含，兩人的交往側面地述說

閬石旅居鄉間的心境。《三岡識略》中關於「董含摯友」的訊息皆

在《蓴鄉贅筆》中隱而不傳，實為清初羅織文網愈烈的結果。與

此相關而隱蔽的記述甚夥，如與董氏互動良好的張帶三，「張帶三

先生諱若羲，性高潔，隱居菜花涇，不入城市，緇衣禪笠，蕭然

世外。喜飲酒，每從相知浮白縱談，意氣甚壯。然外雖頹唐，而

內實沉照，隱約玩世，人莫能窺其際也。」 103或是與董含兄弟、

歸莊、盧元昌、沈雪峰時相唱和的顧景星（1621-1687）， 104這些

雲間人物（遺民）的詩文中，頻頻出現相互贈詩，結伴出遊的詩

作。除了遭黜革而有遺民傾向如盧元昌，守節全身的明遺民如歸

莊、沈浩然、張若羲、殳丹生、許旭、屈大均， 105其他如顧炎武

的高足潘耒（1646-1708）、入明史館後不再授清命的徐釚（1636-

1708），106皆是曾寓董宅，相互唱酬的人物。107
 

綜觀董含寓思明於志怪的用心，在在呼應檢舉人的指責確實

切中要害，董含的「思明之念」藉由本節的討論，可謂躍然紙

上。更重要的是，《三岡識略》透露的思明之心，以及《三岡識

                                                       

102
 清．金堡，《徧行堂續集》，卷 4，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集部，128冊，頁400。  

103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 8，〈前輩風流〉。  

104
 董含與顧景星的交往見《三岡識略》，卷 5，〈雲間唱和詩序〉。關於明遺民顧景星

其生平，黃一農有簡略的介紹，見黃一農，〈曹寅乃顧景星之遠房從甥考〉，《文學

遺產》，2012：6（北京，2012），頁122-131。  

105
 殳丹生見董含，《三岡識略》，卷 7，〈葬友〉。許旭見卷 8，〈婁江贈詩〉。屈大均見

卷 8，〈曲阜贈言〉。這些人物皆收入明遺民錄中，詳見附件一。  

106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10，〈寓齋唱和〉。  

107
 近來關於明遺民交遊的研究強調，明遺民與仕清士人之間並非相互仇視。事實

上，明末的社會關係在清代仍舊持續發展與維繫，藉由這些研究成果，有助於研

究者重新審視董含一類士人的心態。然而，這些交往的動機並不相同，有的是因

為學術志趣相投，有的是尋求政治庇護，需要個案性的考察，避免全盤歸於前朝

人際網絡的繼承。相關研究詳參：謝正光，〈清初的遺民與貳臣—顧炎武、孫承

澤、朱彝尊交遊考論〉，《漢學研究》，17：2（臺北，1999.12），頁 31-60。李瑄，

〈明遺民與仕清漢官之交往〉，《漢學研究》，26：2（臺北，2008.6），頁13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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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隱蔽不傳的條目，豐富了吾人對董含的理解。董閬石晚年歸

鄉的心態，從他與明遺民的密切交往以及「曲筆」撰述《三岡識

略》即可知之。簡言之，董含晚年的人際網絡更傾向明遺民，其

著作遭華亭人毀版，對照著與遺民交遊的和樂融融，益發凸顯閬

石在不同社群的面貌。同時，由其對明朝語多讚美，以及對清朝

當世諸多譏刺，更能體會其用心所在。董含曾記下一個「夢」，夢

中的神明詢問他「爾碌碌庸儒，窮通得失，各有定分。何得妄生

怨尤？」 108或可謂藉著「囈語」道出心中所思所怨，以及寓思明

於志怪的幽微深意。  

四、《三岡識略》的生命史：版本流變的意義 

董含寫《三岡識略》的種種用心已如前述，其用心之隱微，

致使此書的寓意不易為人所知。儘管如此，佚名檢舉人的揭發信

為吾人打開一扇新窗，得以從不同的角度審視這部「志怪小說」。

誠然，即使《三岡識略》確實藏有思明之念，且為清初時人舉

發，但此書始終未收入禁書目錄。換言之，志怪的外衣掩蓋了董

含的寓意，彷彿以暗號密語寫成的有字天書，惟為少數的讀者

「領悟」，是以《三岡識略》不受清朝官方的禁制，至少從戴璐的

《吳興詩話》觀之，《三岡識略》在往後數十年仍得以流傳，並非

被視為「違礙」的禁書。然而，《蓴鄉贅筆》的出現，點出《三岡

識略》的諸多寓意仍是經不起清廷檢驗的自我言說，畢竟《蓴鄉

贅筆》只保存原書的「志怪」，是一個符合官方期待且安全、乾淨

的文本。因此，《三岡識略》版本之間的差異，正凸顯不同時期對

此書的接受與改編。簡言之，考察《三岡識略》版本的流變，不

僅是驗證董含用心何在的捷徑，更是理解清代禁書的新途。  

一個絕佳的例子是《三岡識略》的刻本，這部董含於康熙年

間自刻的光復堂刊本少有流傳， 109此書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

                                                       

108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7，〈記夢〉。  

109
 光復堂係董含書齋之名，如顧景星就曾有詩以〈寒夜集董榕庵光復堂得扶字〉

名，見清．顧景星，《白茅堂集》，卷 14，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205冊（濟

南：齊魯書社，1997），頁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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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善本室（謝國楨藏書，編號 A772，武進董康藏， 1867-

1947），雖是殘本，惟存前四卷並盧元昌序、沈白題詞、自序，但

仍足以檢驗本文對《三岡識略》的詮釋。首先，謝國楨曾懷疑此

書「時寓興亡之感，然間雜災異不經之談，豈目擊時變，故自亂

其語耶？」 110而在書卡上，佚名人士（疑是謝國楨）更稱「光復

堂，說明他有恢復故明之意」，點出閱讀者只要細心閱讀，不難體

會其意旨。 111其次，檢閱刻本的內容，謝國楨認為光復堂本「內

中文字與申報館鉛印本小有出入」， 112即光復堂本與後見的申報館

本差異不大。就文字上一一比對，兩種版本確實並無太大的差

別，得以視為「同書」。但是，謝國楨卻忽略了幾處關鍵，例如本

文據以析論董含思明之念的幾條內容皆不得見於光復堂本，不是

整頁空白，就是抽頁。因此，〈薙髮文〉、〈松城屠〉、〈地龍散〉、

〈喬將軍〉等條目不是「有目無文」、「塗抹條名」、「空頁」，就是

在連號的頁數中闕漏一頁事涉「敏感議題」的內容，而這更凸顯

本文對《三岡識略》的詮釋不僅是推論，更是符合事實的分疏。

由此思之，《三岡識略》、《蓴鄉贅筆》的差異，以及《三岡識略》

的版本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謝國楨藏光復堂本關於為明朝立言或譏諷清朝的內容遭到抽

燬、抽版，無疑證實本文的立論確有依據，但更重要的是映照出

清代書籍的「壓抑」。儘管尚無法判斷謝氏所藏本係「康熙刻本」

或「康熙刻本後來再印」，但從闕漏的頁數與內容觀之，《三岡識

略》所蘊含的寓意斷非時人全然不解的暗號。再者，由此殘本不

流傳通行、內容遭到隱蔽觀之，更凸顯內容敏感的文本在清代受

禁制的情形，不論這是官方的管制，或是書商、作者的「自我壓

抑」。一個值得借鑑的例子是《閱世編》，作者葉夢珠亦受江南奏

銷案牽連，與董含《三岡識略》多有相似處。來新夏指出，《閱世

編》「向無刊本，傳鈔也少」，肇因葉氏不時流露出各種不滿，其

                                                       

110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頁978。  

111
 董含以「光復堂」為號，或也可能出自紹述先輩有光復樓的緣故。見《董氏族譜》

（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58年刻本），卷10，〈光復樓記〉，頁19b。  

112
 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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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包括對清朝的譏諷與怨懟，不過「可能也正因為有這些內

容，所以此書一直沒有刊本。」 113《三岡識略》刊本不傳的原因

或正源於此，但相較於《閱世編》，董氏此書「傳鈔本流傳頗

多」，114絕非不為人知的作品。  

從《三岡識略》傳鈔者眾一事論之，寓己見於志怪的書寫策

略顯然更能維繫書籍的生命力， 115但在清康熙中葉以後文網愈密

的情形下，即使董含已處處小心，《三岡識略》本身仍必須「求變

保命」。細審筆者所見的兩種《三岡識略》清抄本，一是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本（索書號 XD3421，江安傅氏捐贈，疑是傅增湘，

1872-1949），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善本室藏本（侯外

廬藏書），傅氏本與社科院本所錄條目並無出入，校之於刻本四卷

除了文字些微不同，大抵一致。不過，這兩種抄本皆有共同的

「新意」，即在避免改易原始內容的條件下，適應清代文網漸密的

新環境。除了在部分的條目下補寫「順治元年」， 116提醒讀者「正

確的紀年」，傅氏本更是直接將每卷開頭的甲子紀年改為「正統紀

年」，如第五卷著明「康熙三年至七年」。經由檢舉人的揭發信指

摘《三岡識略》無「正統」，可知紀年、正朔係清代時人注重特甚

的細節。這兩種清抄本或引註補充，或直接改寫原書紀年，正為

                                                       

113 來新夏，〈點校說明〉，《閱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3。  
114 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頁 59。此外如《明季北略》雖然未被列入禁燬，但事

實上清代通行本與 1956 年張崟在來薰閣所見舊鈔本，兩本有著極大的差異。張氏

詳盡比對兩種版本，他強調清代通行本實是刪卻 4-5萬字後的成品，裡頭關於詆毀

清朝的史實往往隱晦不詳，而個別字詞如「敵、虜、魯、胡兒、夷氛」也遭到刪

竄。《閱世編》、《明季北略》的例子為《三岡識略》的版本問題提供一些線索，例

如為何臺北國圖抄本更為詳盡，或許因其為較早的本子。相較之下，大部分的抄

本不是條目錯置、內容訛誤，即是刻本也殘缺不全，應考量到「自我壓抑」的影

響。見張崟，〈計六奇與《明季南北略》〉，收入《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

2012），頁729-757。  
115 關於迫害、禁制環境下的寫作策略，尚未引起中國史家普遍的關注，事實上特殊

的寫作技巧更能維繫書籍的生命力，同時更能在特殊的環境下傳達其意旨，筆者

謹提供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哲學家Leo Strauss（1899-1973）的見解做為參考，此說儘

管並不針對中國史，但仍是值得借鑑的論點，詳見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Social Research, 8: 1 (November, 1941), p. 491. 
116 清．董含，《三岡識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善本室藏清抄本），卷

1，〈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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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避免時人的刁難與官方的監察。由此脈絡考察，《蓴鄉贅筆》將

《三岡識略》的干支紀年全部替換成清朝年號，可謂一脈相承。117
 

由《蓴鄉贅筆》往前追溯，則傅氏本、社科院本對於紀年方

式的改易堪稱重大的變革。《蓴鄉贅筆》一方面剔除寓思明於志怪

的記述，一方面剗去關於董含個人、家族的線索，又隱蔽明遺民

的訊息，皆是文網漸密下事理當然的處置。最後，從手抄本的變

異到新版本的刊刻，完成了一個新的《三岡識略》，也就是今人所

見的《蓴鄉贅筆》。事實上，當戴璐讚譽《三岡識略》是「國初野

乘之最」時，《三岡識略》已步入生命的低潮，手抄本的變異正反

映出文本遭受壓迫的歷史，《蓴鄉贅筆》的誕生則預告《三岡識

略》的終結。得以證實《三岡識略》不廣傳的線索來自清人李文

田（字畬光，1834-1895），李氏是咸豐九年（1859）探花，官至

禮部侍郎。李文田在光緒十七年（ 1891）於書肆發現《三岡識

略》，特地買回抄錄其篇名，以補《蓴鄉贅筆》之「不足」：  

《三岡識略》十卷續二卷係鈔本，光緒十七年見於廠肆

中。楊鳳苞《秋寶集》云「《三岡識略》一名《蓴鄉贅

筆》」，今以吳震方《說鈴》校之，果即是書，但刪去過半

耳。茲摘其刪去者補鈔，以彌《說鈴》本之缺，其《蓴鄉

贅筆》已刻者不復鈔，以省重復也。118
 

顯而易見的是，李文田對《說鈴》所收《蓴鄉贅筆》一書並不陌

生，但他直至五十七歲方購得《三岡識略》，證實過去聽聞明末史

事專家楊鳳苞（1754-1816）所言不虛。這不僅說明《三岡識略》

是不廣傳的書籍，否則以李文田官拜翰林，且以索購古書聞名的

習氣，何需特意「摘其刪去者補鈔」。更重要的是，不論是李文田

作《摘抄《三岡識略》》一書，或是楊氏稱「《三岡識略》一名

《蓴鄉贅筆》」，無不透露清人對於《說鈴》本較為熟悉，因此對

                                                       

117
 清．董含，《蓴鄉贅筆》（臺北：廣文書局，1980）。  

118
 清．李文田，《摘抄《三岡識略》》（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手稿，索書號 18538），

不著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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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岡識略》的出現如此驚奇。119
 

清朝士人對《三岡識略》的理解，呈現著《三岡識略》不同

時代的面貌。董含同時的松江人物無不知其撰述《三岡識略》，南

方的詩家詞人亦知曉華亭「二董」的大名，康熙年間的西方傳教

士甚至因為《三岡識略》有不少關於天主教的負面評論，特地撰

寫一本《辯誣》逐條批駁董含的觀點，顯見《三岡識略》在清初

的流行。 120然而，隨著文網日漸緊密，《說鈴》本《蓴鄉贅筆》逐

漸取代《三岡識略》的地位，成為董含的知名之作。從李文田摘

抄《三岡識略》一事可知，《三岡識略》在康熙年間的通行，與咸

豐以降的景況南轅北轍。這種「敏感文本」在晚清的「復出」正

與禁書的命運相仿。121
 

《三岡識略》版本的演變，與禁書復出的戲碼如出一轍，惟

其「問世」仍遺留著些許改動，例如同治、光緒年間排印的《申

報館叢書》本《三岡識略》將明遺民「張帶山」作「張帶三」， 122

使讀者難以追索此人。不論如何，《三岡識略》藉志怪書寫歷史，

寓思明於其間的策略，確實有效地逃離清朝官方的監視，但也因

故事詭譎、內容敏感，逐漸不為人所知，直至晚清方重新面世。

                                                       

119
 致之點校本《三岡識略》附有杜說霖藏本的跋語，雖然篇幅不多，但亦顯示時人

對《蓴鄉贅筆》較為熟悉，且研究者應注意到他們所見的抄本都不知抄寫者是

誰，且所得《三岡識略》只存一半。清中葉以降，或許有未著名作者的《蓴鄉贅

筆》、《三岡識略》流傳。〈杜說霖藏本跋語〉見《三岡識略》（瀋陽：遼寧教育出

版社，2000），頁270。  

120
 《辯誣》一書收入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

獻》，冊16（臺北：台北利氏學社，2009），頁233-260。祝平一指出這份由傳教士

撰寫的文獻約成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強調「傳教士慮其『刊佈成書，流毒

海內』，乃撰《辯誣》一書以應對，且書中注清其卷帙和頁碼，其答辯不可謂不

慎。」見祝平一，〈君官異位：傳教士、朱方旦與明、清之際的心腦之爭〉，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創新與創造：明清知識建構與文化交流」

會議論文，2014 年 12 月 5-6日。感謝祝平一老師慨允引用其會議論文，並首先介

紹、研究《辯誣》這份特別又別具意義的文本。  

121
 王汎森曾指出，禁書在清初遭受禁制後，往往適應時代的需要，在晚清以不同面

貌重新問世，見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道、

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頁603-643。  

122
 清．董含，《三岡識略》（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據申報館倣聚珍排印本

攝影），卷 8，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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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岡識略》版本的變遷，以及其特殊的書寫策略，述說著清代

敏感書籍隱蔽的故事，也蘊藏了志怪故事的深意。  

五、結語 

董含曾作《閒居草》，係歸鄉「閒居」期間所著，此書雖不得

見， 123但《四庫全書總目》仍得以為吾人提供初步的理解，四庫

館臣稱此書「大抵蒼涼幽咽，有騷人哀怨之遺。而惝怳其詞，知

其意有所寓，而莫名其寓意之所在焉。」 124儘管筆者未曾檢閱

《閒居草》，但就閱讀《三岡識略》的經驗言之，則不察之人確實

是「知其意有所寓，而莫名其寓意之所在焉。」究其實，董含部

分的用心蓋寓思明之意於《三岡識略》中，而要「知其意之所

寓」，則需要徹底研究《三岡識略》本身，以及董含與當時人物的

交遊。董含對明朝的思念絕非個案，儘管他確實高中清朝進士，

但江南奏銷案和家族在明代的榮光，以及清初時局的紛擾、社會

現象的劇變，促使閬石的遺民情懷益發濃烈。職是之故，《三岡識

略》關於 1644年以降歷史的書寫，儘管在用字遣詞上處處站在清

朝官方的立場，但董含利用「真實人物」為材料，編織成「雜揉

神怪」的故事，在在訴說著自己對明朝的思念，以及對清朝當世

的譏刺。有鑑於此，《蓴鄉贅筆》剗去各種「天變物異」的記述，

亦是按此思路進行。因為清人論明代史時，稱「日中黑子」代表

「天之告戒」， 125而彗星正是凶星，「國勢日削，人心日偷，而國

不可為矣，所以妖星示變，不一而足。」 126天變物異既如此兇

惡，豈可按於清際史事上。  

                                                       

123
 此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惜善本書皆因館址搬遷故，筆者於 2014年 3月到館時尚

在整理中，無法調閱。  

124
 清．永瑢等纂修，《四庫全書總目》，卷182，別集類存目9，頁1648。  

125
 作者陳杞稱萬曆 46年「日中黑子」，意指「洪武時，日中有黑子，漸積十年，胡惟

庸謀逆而伏誅。及是二百五十餘年而復見，至天啟七年，魏忠賢亦伏誅。人之懷

奸，天之告戒，何其前後若合符節耶！」見清．陳杞，《明史綱目管窺》（上海：

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13年刻本），頁24a。  

126
 清．陳杞，《明史綱目管窺》，頁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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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新夏曾表示《三岡識略》一書「未可以遺老論」， 127謝國楨

則稱《三岡識略》與《蓴鄉贅筆》「實則一書」， 128如今看來實有

待商榷，畢竟「遺民」不應只是一種「身分」，而是一種「心

態」，而《蓴鄉贅筆》所闡發的寓意也與原書完全不同。回顧董含

特意著錄同鄉士人李雯的〈答髮文〉以及喬一琦誅子的故事，閬

石對喬將軍大義滅親「讚譽有加」，不正是對不忠不義的嚴正譴

責。至於曾官至中書舍人的李雯，他雖身仕兩朝，但他筆下仍不

時充滿著悔恨、悲傷，即使他始終未能如錢謙益、吳偉業一樣中

途見逐。李雯在順治二年（1645）特意寫的〈答髮責文〉藉髮神

的故事申訴薙髮的無奈， 129他稱「家國今何在」、「難忘故國恩，

已食新君餌」、「父讎國難兩茫茫」， 130無不是「遺民」慣用的話

語。倘若同意李雯出仕清廷，位列朝官，但仍保其遺民心態，則

僅以諸生掛名的盧元昌在其《明紀本末國書》尚稱崇禎皇帝「寶

籙初膺，銳意圖治，……。乃流氛內熾，清兵南指。募兵有名，

求助無補。紅閣之裁，所遺血詔，猶以勿傷百姓為念，帝豈真亡

國之主哉！」 131似不宜逕自將其劃出遺民之外，歷史事實遠比預

設的理解更複雜。  

1986 年，王成勉曾提醒研究者：「對於清初士人的心態，雖

然已有文章進行分析，並且揣摩他們的生活範圍，但是學者在有

些地方仍無法自圓其說。」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分析明末清初士人

心態時，學者過分從單一的角度詮釋，因此王氏以呂留良（1629-

1683）、錢謙益為例的說明，正是要強調「士人的交往並非可單純

的用一條原則或觀點來推論。」 132王氏的呼籲放諸李雯、盧元昌

                                                       

127
 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頁45。  

128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頁978。  

129
 清．李雯，《蓼齋後集》，卷 5，〈答髮責文〉，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11

冊，頁690。值得注意的是董含抄錄此文時有所刪略，篇名也不同。  

130
 清．李雯，《蓼齋後集》，卷 1，〈李子自喪亂以來追往事，訴今情，道其悲苦之

作，得十章〉，頁655；卷2，〈旅思〉，頁661；卷3，〈甲申夏日寫懷〉，頁669。  

131
 清．盧元昌，《明紀本末國書》（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清康熙 3 年刻本），卷

17，頁 9b。  

132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士人之抉擇〉，頁14。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53 期 - 122 - 

與董含，仍是富有啟發的論點。閬石雖身仕清廷，但不論是《三

岡識略》透露的思明之念，抑或其晚年的交遊與〈自題行樂圖〉

的自嘲，皆隱約地傳達其遺民心境。江南奏銷案黜革萬千人，漢

族士紳可謂搜剔殆盡，對於華亭董家此類傳世久遠、科名不絕的

大族而言，二董在功名上的失意，不難想見其影響之鉅。職是之

故，董含對明朝的緬懷，以及對清朝當世的鄙夷，或正隨著其宦

途起伏轉變。這種「階段性」的處世心境激化了董含晚年與遺民

交遊的動機，過去明遺民研究過分強調康熙盛世、遺民歸心的歷

史解釋，不免忽略康熙中葉以前社會動盪所帶來的遺民情結。  

盧元昌曾列名諸生，董含則高中進士，李雯更官至中書舍

人，將此三人稱為「清朝士人」當不為過，他們自然不受明遺民

研究、清代禁書研究注意。但是，李雯的《蓼齋後集》與盧元昌

的《明紀本末國書》卻在乾隆年間成為「禁書」， 133而原因從前引

二書內容種種對於明朝的眷戀，即可知之。如今《明紀本末國

書》一書已不得見於中國大陸，流落於東瀛的內閣文庫，顯見清

代官方與個人禁制的力量。相較之下，《三岡識略》雖藏著思明之

心，卻藉著志怪的表述方式迴避了清朝官方的管控，盧書與《三

岡識略》的待遇迥然有別，甚至盧氏的序詞與相關條目皆不見於

《蓴鄉贅筆》。由此可見，董含書寫策略的成功，實是凸顯清代思

想文化「自我壓抑」的無孔不入。 134這從刻本的變異、抄本的適

應以及原書的改版，即可反映出清代官方大力摧抑史部、集部諸

                                                       

133
 《禁書總目》，收入《全燬抽燬書目及其他三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4），頁59、69。  

134
 事實上，除了王汎森從「自我壓抑」的面向呈現清朝官方對思想文化的禁制，王

成勉的研究亦強調「清初文字獄之風尚盛，用字與著書稍一不慎，即可能禍延全

家。故遺民不但有故國淪亡，苟全性命於異族統治之苦，更有著有口難言與有筆

難書的困境。」見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文史述情衷—張岱的遺民書寫〉，頁

159。其實何止是明遺民，清初士人對於書寫明代歷史，亦不免有所疑慮。此外，

從本文對《三岡識略》的討論可知，前人研究過分聚焦乾隆朝禁書的影響，忽視

順治、康熙年間仍是一個存在「禁制壓力」的時期，以研究清代禁書聞名的岡本

さえ即表示「順治年間仍是一個會發生禁書事件的動亂時代」，見岡本さえ，〈貳

臣論〉，《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68（東京，1976 .3），頁 146。岡本さえ在清代禁

燬書的研究成果，見氏著，《清代禁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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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歷史。《三岡識略》這種「邊緣書籍」儘管藉著志怪的外衣逃

離文字獄、禁書的壓迫，但也因為與清代思想的準衡《四庫全

書》漸行漸遠，跌落「存目」之外，成為如清代翰林李文田「只

聞其名」的文本。  

綜觀《三岡識略》未曾列名禁書一事，及董含階段性的心

態，不正側面地詮釋清代禁書與明遺民心態的幽微故事。顯而易

見的是過去「遺民」、「貳臣」等分析概念，不足以徹底闡述董含

及《三岡識略》的歷史意義，僅以書籍遭禁與否判定其內涵，也

忽略了禁與不禁之間的「自我壓抑」；其間複雜的心境與人際的交

遊不僅需深入更多同時代的個案研究，更重要的是，經由本文對

《三岡識略》的探論，《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禁燬書叢刊‧補

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等「新史料」皆有待學界考掘其間種種

「知其意有所寓，而莫名其寓意之所在」的明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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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三岡識略》所見董含交遊人物表 

姓 名 字號 生 卒 籍 貫 資料出處 備註 

林嗣環 鐵涯 1607-? 福建安溪 卷 3，〈少參風流〉  

王宗蔚 崍文 - 江蘇華亭 卷 3，〈傷友〉  

董文驥 玉虬 1623-1685 江蘇武進 卷 4，〈侍御贈行詩〉、卷 9，〈雅謔〉  

張汝瑚 夏鐘 - 福建同安 卷 4，〈祿命有驗〉  

喬夢蛟 - - 江蘇上海 卷 4，〈賤名入夢〉  

顧開雍 偉南 - 江蘇華亭 卷 4，〈顧先生〉 ○ 

宋 琬 荔裳 1614-1674 山東萊陽 卷 5，〈宋萊陽〉、〈相思鳥〉、〈義虎〉  

董宗城 子長 - 浙江餘杭 卷 5，〈餘杭贈詩〉  

顧景星 赤方 1621-1687 湖北蘄州 卷 5，〈雲間唱和詩序〉 ○ 

盧 綋 元度 - 湖北蘄州 卷 5，〈雲間唱和詩序〉  

沈 麟 秋澗 - 浙江杭州 卷 5，〈東村〉 ○ 

吳偉業 駿公 1609-1671 南直崑山 卷 6，〈胡僧見夢〉 △ 

沈浩然 雪峰 - 江蘇上海 卷 7，〈哭友〉 ○ 

吳康侯 得全 - 江蘇嘉定 卷 7，〈畫虎〉  

朱嘉徵 岷左 - 浙江海寧 卷 7，〈止谿〉  

殳舟生 山夫 - 浙江嘉善 卷 7，〈葬友〉 ○ 

張淵懿 硯銘 - 江蘇華亭 卷 7，〈鷓鴣天〉  

盧元昌 文子 - 江蘇華亭 
卷 8，〈四誄〉、卷 10，〈松郡大荒〉、〈盧

先生〉 
△ 

王永譽 孝揚 ?-1704 漢軍正紅旗 卷 8，〈將軍好友〉  

許 旭 九日 - 江蘇太昌 卷 8，〈婁江贈詩〉 ○ 

張若羲 昊東 - 江蘇松江 卷 8，〈前輩風流〉 ○ 

吳懋謙 六益 - 江蘇華亭 卷 8，〈華苹山人〉 ○ 

顏光敏 脩來 1640-1686 山東曲阜 卷 8，〈曲阜贈言〉  

屈大均 翁山 1630-1696 廣東番禹 卷 8，〈曲阜贈言〉 ○ 

李贊元 公弼 1623-1678 福建安溪 卷 9，〈少參贈詩〉  

田茂遇 髴淵 - 江蘇青浦 卷 9，〈田孝廉〉  

潘 耒 次耕 1646-1708 江蘇吳江 卷 10，〈寓齋唱和〉 △ 

徐 釚 電發 1636-1708 江蘇吳江 卷 10，〈寓齋唱和〉 △ 

*說明：本表據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製。收入明遺民錄者以○標示，此係參照謝正光編，

《明遺民資料傳記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不過，近來的研究已反省過

去純以出處劃定遺民的認知，因此如顧炎武的高足潘耒與徐釚皆是入明史館而出仕，或

遺民領袖吳偉業等人，不宜忽略其遺民心態，姑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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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三岡識略》不載《蓴鄉贅筆》條目表 

卷 次 條目名稱 數量 

卷一 

星變、陵哭、召將、劉誠意秘記、崇禎亡國、瑞麥、星異、宸翰、旱

魃、詹有道、絕命詞、薙髮文、題壁詩、松郡三變、女子題壁、關公

默佑、水厄、東山行、魚上、奇門術、本朝立法寬大、舊臣姓名錄、

義鶴、黃霧 

24 

卷二 

狼入境、黑虹夾日、天雨麥、妖術、春草堂詩、日食、烈婦殉義、河

決、昆陵女子、斵輪能詩、先府君軼事、地理不足據、軒室名、慎

刑、秦省雨雹、蚩尤旗、兵變、神索書、寒穴泉、陰丹、續香草、傳

經、不喜見俗人、鶴塚、方氏雜戒、五湖 

26 

卷三 

冰雹、紫岡著述、祖墓先兆、鳥語詞、私女失元、日中黑子、科名定

數、填榜失判、玄霜、雷震浮屠、祭墨會、馬鎮圖逆、訛傳點選、庸

醫殺人、敗筆頭、積書、避債臺、詩讖、林史、賞菊、彭禹峰、陳孝

廉、蕭笑子、少參風流、孿生女、男人女名、釋氏命名、人身諸神

名、物名類人名、鵝湖謠、商謎、燈謎詩、花名詩謎、旅菴、傷友 

35 

卷四 

鵲巢、上元老人、出神、僧詩、大燭會、潮異、史公宿因、董公泉、

浮萍兔詩篇、崇奉釋教、施虐、朱衣見夢、孫公知遇、侍御贈行詩、

祿命有驗、夢棺、鏡銘、文星墮、鹽官貽詩、賤名入夢、孝婦卻鬼、

富人不可作緣、誤傳病死、平牙露布、天榜、驕鳳篇、獨行君子、博

徒、顧先生、摸魚翁說、射工說 

31 

卷五 

雉雊、贈歌童、宋萊陽、謠諺、秋江圖、獄中詩、先慈吉祥善逝、眾

星隕、臨安火、大雪、李舉人自屠、餘杭贈詩、火光亙天、海烈婦、

雲間唱和詩序、北直同日地震、颶風、托夢贈賻、九峰主人、葉貢生

冤報記、晚而舉子、集句詩、東村 

23 

卷六 

衛公清修、議蠲、無臂道人、藥名閨情詩、雨沙、洞庭蜃氣、太湖水

溢、陶廣文、魏栢鄉、戲贈聾者、禱雨自沉、墨竹、淫奔、兵變、射

虎、醉虎、猛虎行、胡僧見夢、拂水山莊、月下白氣、省元神告、僧

詩無蔬芛氣、嘯雪庵、蔣公坐化、總河為神、蠲租、知貢舉、貪報、

親喪不守、相地、郡中藝事、自題行樂圖、呂道士 

33 

卷七 

澤州寄詩、繪圖御史、哭友、孝廉評詩、松釀、暴雨、畫虎、胥主

政、繡江集、神女辨、山攀生菌、乘龍、梅菊夏開、甘露、瀋陽水

發、止谿、儒釋合旨、大雪、沁園春、神醫、長爪、瀬中集、鬼譴、

鷓鴣天、記夢、長夏十友、地震、魏公直節、醜令、吳太守、九華懺

罪、夏雪、氣感、粘詩相誚、葬友、古語 

36 

卷八 

四誄、道書、積財貽害、前輩先見、日食、發掘祖墓、淫尹、將軍好

友、寒食掃墓、冰雹、先輩名言、婁江贈詩、松郡虎見、科名不絕、

居鄉不操鄉音、前輩風流、華苹山人、于公清節、紙皂行、毆父、咏

鐙、趙公清慎、日本刀、宋朝御像、曲阜贈言、卑官能詩、傷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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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請減浮糧、于公遺愛、楊董報冤、日生珥、日食、歲朝立春、讀書

帳、不葬親、雅謔、白塔看潮、峴山、結婚破產、私鹽宜禁、豪家

犬、懼內、郡守風流、吳閶火災、異風、種子方、祖宗靈應、藏金托

夢、蠲租、捐納歲貢、畫龍、鳩庵先生、華氏祖、語錄可厭、少參贈

詩、田孝廉、占驗 

30 

卷十 

設醮祈釋、負心報、端午夏至、西鄰鶴、酷吏、盧先生、寓齋唱和、

贈女、耄年應試、奇寒、春雪、張將軍、龜鑑、海舟覆沒、聖諭、蠲

漕、盍簪感逝錄、松化石、聖教序、幼慧、江上老梅、待士盛典、奇

旱、雲間著述、冬行春令、殺夫 

26 

續識略 夢仙納心、產芝、生孫、句容水發、張公清嚴、地動、繡球 7 

*說明：《三岡識略》據國家圖書館（臺北）藏清抄本，《蓴鄉贅筆》據廣文書局出版的中

國近代小說史料彙編本，共二百九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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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三岡識略》後檢舉信抄件 

（以下影像由國家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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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unting Ming Loyalty Through Mythical 

Narrati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Writing of San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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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many scholars had paid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 Under the conditions, San Gang Shi Lyue, written 

by Dong Han (1625-?), an early-Qing literate, became known to scholars. 

However this book was viewed by former scholars as full of the narration of 

mysteries and bizarreries and consequently was not valued highly in the expertis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investigate the manuscript edition of San Gang 

Shi Lyue, based on the texts preserved at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riting strategy of the book characterized by mystery narrat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 specific strategy used by the author was intentionally to avoid government 

censorship and to preserve Ming loyalism between the lines. 
 

Keywords: San Gang ShiLyue, Dong Han,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 Ming 
Loyalism, banned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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